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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主旨与展开经过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于2015年7月举办了第49届SGRA(关口全球研究会)

论坛，讨论了“东亚公共财产”和“东亚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通过讨

论确认了，首先我们要在东亚建立“知识共享空间”或“知识平台”，之后

向东亚提供和解型策略的意义。

　　2016 年 9月以第 3届亚洲未来会议为契机我们举办了首届“国史对话”，

“国史对话”平台就是这样诞生的。迄今为止三个国家的研究者之间虽然进

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但能左右各国历史认识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

流还不够充分，从这一意识出发，我们首先探寻了可能让东亚历史形成对话

的条件。

　　为从结构上理解本国史与国际关系，第 2届国史对话设定了“蒙古来袭

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的主题。2017年8月在北九州，来自日本、中国、

韩国、蒙古的 11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从各国国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报

告后，从东亚历史的角度，对朝贡册封、蒙古史与中国史、资料的处理方法

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第 3届国史对话进一步将考察时间往后推，设定了“17世纪东亚国际

关系”的议题。2018 年 8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 9名国史研究者聚

集在首尔，讨论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和满洲的皇太极各两次入侵朝鲜，以及其

背后以银贸易为主轴的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战乱后的安定问题。

　　第 4 届对话的主题是“‘东亚’的诞生：19 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

2020 年 1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国史研究者聚集在菲律宾马尼拉市，

围绕各国的“西方认识”，“挑战传统和创造传统”，“跨国界人的移动”问

题进行了报告和广泛的讨论。

　　第 5届对话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应对”为主题，由于新冠

疫情 2021 年 1月于线上举办。会议思考了各国在 19世纪如何认识传染病

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应对对策，并探讨了各国的相互协作情况及其局限性。

除了来自各国的论文报告外，还有非常多的前 4届会议的与会者以小组成

员的身份参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虽然因为新冠肺炎不得已在线上举办，

但是我们因此而建立了 Zoom 网络研讨会这个平台，促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对

话。此外，为促进对话顺利进行，会议安排了中日、日韩、中韩语言的同声

传译。

　　为建立参会人员的交流网，今后在继续举办国史对话的同时，我们还会

配发使用三国语言编撰的报告书，并以邮件杂志形式推送与会者的文章等。

※往期邮件杂志请由以下网址阅览

https://kokushinewsletter.tumblr.com/

第65届 SGRA-V 论坛

第五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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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关于SGRA
　　SGRA以从世界各国来到日本、经过长期的留学生活并在日本
各大学的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的“知日派”外国研究者为中心，
从事对勇于挑战全球化课题的个人或组织在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有所
裨益的研究，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并将其成果以论坛、报告书、
网页刊登等形式，广泛地公诸于社会。对于每个研究课题，都分别
由多领域、多国籍的研究者人员组成课题组，广集智慧与人脉，从
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SGRA不以特定的学科或某
一专家群体为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展开领域广阔的、国
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SGRA的基本目标是为良好的地球市
民的实现做出贡献。详情请参看主页

（www.aisf.or.jp/sgra/chinese）。

SGRA简报
　　每周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SGRA论坛等的通知和世界各地SGRA

会员的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订阅SGRA简报。想要订阅的读者

可以通过主页自动登录。

http://www.aisf.or.jp/s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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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届 SGRA-V 论坛

	 	 第五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时 间	 2021年1月９日（周六）

	 方 式	 通过Zoom Webinar线上举办

	 语 言	 使用中日韩三语同声传译

	 主 办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第1场	 ［主持人：村 和明（东京大学）］

	 【欢迎致辞】	 �引言� 4

		  今西淳子（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开幕致辞】	 �第5届 圆桌会议致辞� 6

		  赵 珖（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报告论文1】	 �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 8

		  朴 汉珉（东北亚历史财团）

	 【报告论文2】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場� 16

		  市川智生（冲绳国际大学）

	 【报告论文3】	 �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 23

		  余 新忠（南开大学）

	 【指定讨论】	 ［指定讨论1］报告点评　金 贤善（明知大学）	 27
		  ［指定讨论2］报告点评　盐出浩之（京都大学）	 29
		  ［指定讨论3］报告点评　秦 方（首都师范大学）	 30

	 第2场	 ［主持人：南 基正（首尔大学）］

	 	 �自由讨论討論� 32

	 	 �论点整理：刘 杰（早稻田大学）

		  自由讨论：小组成员（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总　　结：宋 志勇（南开大学）

		  评　　论：明石 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闭幕致辞：三谷 博（迹见学园女子大学）

	 	 预交评论	 48

	 	 代后记
		�  金 𡇇泰56、金 贤善58、平山 升61

	 	 作者简介歴	 63

	 	 参加者名单	 64

论坛内容

※同声传译

韩语⇔日语：

李 惠利（韩国外国语大学）、

安 暎姬（韩国外国语大学）

日语⇔中文： 

丁 莉（北京大学）、 

宋 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韩语： 

金 丹实（自由职业）、 

朴 贤（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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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引言

今西淳子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 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祝大家新年快乐！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国史对话”会议。

　　我是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的常务理事、SGRA 代表人今西淳子。 

　　SGRA 是于 2016 年开始启动“国史对话的可能性”项目的。

　　去年正好这个时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召开了第四届国史对话会议“东亚的

诞生”，各位老师们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那时就谈到过在武汉发生的神秘疫病，

真没想到之后全世界会如此受到疫病大爆发的冲击。东京现在已经第二次发布紧急

事态宣言了，我们因新冠病毒所受的疲累也在日益加剧。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史项目启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开始在网络新平台上举办。

这次会议日语、中文、韩语的报告论文各一篇。除了 3名指定点评人之外，参加过

之前 4次国史对话的 30位老师也作为小组成员参加。网络研讨会的成员可以打开

麦克风和摄像头。大家今天参加会议时请打开摄像头，麦克风只在发言时打开，其

他时间请关闭。不过，由于时间有限，可能无法请所有人发言，这一点敬请大家谅

解。此次会议与前几次国史对话不同的是，这次有 120 多位普通与会者参加。普

通与会者可以通过问答和聊天功能向论文报告人和小组成员提问和评论，但今年会

上可能没有时间作答了，之后我们会用报告书作书面回应。

　　这次我们也请来了 6位老师负责日中韩三国语言的同声传译工作。我在东京说

的日语，会被他们在首尔翻成韩语，在北京翻成中文，世界各地的听众都可以选择

自己想收听的语言听会。

欢
迎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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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举办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这般超越空间限制。这次的论文报告人、讨论者和

小组成员们都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等各地，一般参加者中更有从欧洲和澳大利亚

等地参加的。

　　网络会议、网络研讨会虽然以前就有，但随着新冠病毒的流行迅速在社会中

普及开来。对于“国史对话”项目来说，网络研讨会这个新平台的搭建甚是难得，

我认为在新冠疫情结束后，通过虚拟和现实的结合，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进行得更持

久。

　　今天，请大家期待并享受第一次在线举办的“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

欢迎致辞	 今西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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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第5届圆桌会议致辞

赵 珖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首先，对以“19 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为主题的第 65 届

SGRA-V 论坛暨第 5届“中日韩三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网络学术大会（Webinar）

的召开表示祝贺。由于本届大会是在网上举办，因此与面对面举办的会议相比，在

增进相互理解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我们已逐

渐熟悉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交流这一方式，这种倾向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本次举办

的非面对面学术会议的意义在于，为今后积极推进的非面对面对话奠定基础。因

此，对此次非面对面学术大会的召开应赋予更多的意义。

　　本次学术大会将“19世纪”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学术大会上讨论的 19世纪，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International）概念正式登场的时代。此时抬

头萌芽的“国际”这一概念，经历 20世纪到现在为止，成为了贯穿人类历史的重

要关键词。同时，为应对这一词汇，“National”的意义也得到了加强。在此过程

中，各地区相继开始讨论本国国史。由此开始的国史，现在再次聚集在一起进行

对话，是为了超越本国利益，为建立相互合作的健康“国际”而加强的新的努力。

我想今天的学术大会的举办也正是出于增进相互理解之目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从 20 世纪末叶开始人类在各个领域重新汇合到了一起。

互联网技术预示了新时代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领域以及包括国内外通商惯例在内的

人类史各个领域的出现，并且在打破传统的国境或界限的概念后，这些领域迎来了

新的突破。于是 21世纪的世界在地理上更加接近，今天的首尔、北京和东京形成

了一日生活圈。早晨飞往对方地区办公，晚上又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新时代正悄然来

临。

　　但“国际”并非只具有积极的一面。自 19世纪末叶以来不断增强的国际化给

人类带来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 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狂潮等问题。而到了 21世纪

初的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国际”的另一个层面“全球性大流行病”（Pandemic）。 

今天的大流病现象即为“国际”的阴暗的一面。正如“Pandemic”一词的希腊词

源所指示的那样，“覆盖所有人的”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摧毁了东亚国家，也摧毁了

世界的国境，它敦促我们重新思考国家与国境的意义，以及思考所有边界的意义。

　　我们生活的 21世纪就如此这般经历着地理概念的变化。我们正在体验着国家、

国境、界限等文化概念的变迁。21世纪的我们迎来了确认“时间”这一物理概念

变化的时期。Pandemic 也敦促我们对目前生活的 21世纪这一时间的意义进行重新

思考。即，作为物理时间的 21 世纪在 20 年前已经来临。但是，直到我们共同经

历了新冠疫情之后，才真正确认进入到了与 20世纪分离的新的世纪。比起物理学

意义的“世纪”这一简单概念，我们进入的是蕴含着特殊文化价值的 Post-COVID

（后新冠疫情）的新时代。

　　在 Post-COVID 时代举行的此次学术大会聚焦 19世纪时的中日韩三国。19世

开
幕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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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是这三个国家都转变为近代国家的时期。随着三个国家的近代国家转型，领土观

念不断增强，国境也得到了强化巩固。正是在这个时候，东亚发生了传染病。三个

主权国家在应对传染病的同时，提出了象征近代化的强化公共医疗的问题。试想

一下，那时和现在有百年以上的时间间隔。但我认为，对 19 世纪 Pandemic 问题

的研究，可以为 21世纪的今天的状况，即在 Post-COVID 时代中展开的新“国际”

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典范。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在东亚建立起“知识共享空间”与“知识平台”，并以向东

亚市民社会提供智慧为目标而做出各种努力，其中之一便是“国史对话”。自 2016

年 9月在北九州举行第 1届对话以来，通过在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地举行的一系

列对话，我们确认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关联性。我认为，这一确认工作将成为推动相

互和解与促成共同认识的崭新未来的基石。此外，今天召开的SGRA-V论坛第 5届国

史对话（Webinar）作为从现在的立场审视过去并开创真正的 21世纪 Post-COVID

时代的工作的一环，值得高度评价。

　　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前几届对话的出席者也将以讨论者的身份一同参与此次

第 5届对话的 3场报告。希望通过今天的报告、讨论以及自由对话可以汲取度过

危机的智慧，为进一步向前迈进创造契机。今后也请各位多多关注和参与，期待以

本次“对话”为主旨的学术大会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同时，对承办此次大会的渥

美国际交流财团也深表感谢。参与该对话的所有人都是真正的 21世纪 Post-COVID

时代的主角。谢谢大家。

开幕致辞	 赵 珖



8	 © 2021 SGRA

S
G

R
A

 　
　

r
E

P
O

R
T

  

no. 
94

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 
开港场检疫问题

1

朴 汉珉　东北亚历史财团

［原文为韩语。翻译：朴 贤（京都大学）］

摘　要

　　此次报告着重阐述朝鲜开港以后周期性流行并造成众多人员死亡的代表性
传染病——霍乱。对此我将探讨：为防止传染病扩散，各个开港场都采取过哪
些措施，制定检疫规则时朝鲜和各国是如何应对的。1879年霍乱在朝鲜和日本
各地大肆流行，死亡频发。为防止霍乱扩散，日方向朝鲜政府传达了含19项条
款的《虎列剌预防及处理规则》并要求给予协助。此规则由明治10年内务省的
《虎列剌病预防守则》和明治12年太政官的《虎列剌病预防暂行规则》组合而
成，并结合朝鲜情况增加了补充条款。两国开始共享有关霍乱预防和感染者处

理的管理规定，这一点值得关注。但是在避病院（编者注：收容、治疗感染由
已于平成11年（1999年）废止的传染病预防法所规定的法定传染病的病人的隔
离医院）的设置与卫生的认识上, 朝日两国之间存在立场差异。霍乱在1886年也
曾在全国流行，以开港场釜山、元山、仁川为中心，朝日两国展开了防止霍乱
扩散的应对举措。朝鲜各开港场在应对霍乱流行时，各国的官员为防疫工作的
顺畅开展互相协作，有时也因经济利害关系，在检疫实行上发生过摩擦。当时

出现了“由谁、如何设定实施检疫的标准、如何设定相关规则的适用对象”的问

题。在检疫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各国的利害关系与保护本国侨民的问题错综

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即便有正当的实施宗旨，且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

题，但在开港场，任何一方都难以单方面主导检疫规则执行的贯彻，仍必须事
先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经确认，在讨论朝鲜政府起草的检疫规则条款时，日
本方面甚至想参考清国的各国租界及意大利的运营事例。

一、前言

　　2020 年伊始，新冠病毒 (COVID-19）爆发并急剧扩散，席卷了全球。目前日

平均感染人数已超过 60万人，累计感染人数则突破了 5000 万人（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初）。前所未闻的新型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猖獗，引起了人们对传染病的高

1　 本文由作者既有两篇论文的概括和补充新材料而成。（朴汉珉《1879年的霍乱传播与朝日两国的应对》（收
录于今西淳子编《致亚洲的未来 ：我的提议》（日文），Japan Book，2017）；朴汉珉《1886年朝鲜霍乱的流
行与开港场的检疫》（韩文），《医学史》29-1，大韩医史学会，2020。）

报告论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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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注。属于这类传染病的还有鼠疫、霍乱、天花、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等。本文将着重论述朝鲜开港后的代表性传染病——霍乱。霍乱曾在这段时期在

朝鲜周期性地流行，且导致了大量的人员死亡。随着定期航线的开设，人员和物资

的流动持续增加，霍乱开始以开港场为中心频繁流行，因此最先制定并实施检疫规

定的也正是在开港场。

　　于开港之后的 1879 年，霍乱在朝鲜大范围流行。根据推算，当时大概有 6万

至 7万以上朝鲜人因病死亡。为了霍乱的防疫工作，釜山港的日本管理官针对自国

在留民实施了《虎列剌预防及处理规则》，共包含十九条具体规定。公使代理花房

义质将此规定（前述《规则》）翻译并转达给了朝鲜政府，以便朝鲜在预防传染病

时进行参考。此规定的主要内容来自日本政府颁布的《虎列剌病预防守则》(1877)

和 《虎列剌病预防暂行规则》 (1879)的诸项条文，是对其进行甄选和整理而成的。

　　1886年，霍乱在朝鲜各地再次流行。根据黄玹《梅泉野录》记载，当时“怪疾”

横扫朝鲜全境，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人，相当于蒸发了一个道的人口。同年，日本也

是霍乱盛行，全国死亡人数达到了108,405人。进入1880年代以后，因霍乱而死亡的

人数最多的年份就是1886年。（山本俊一， 1982:69-70；辛圭焕（音译） ，2018:5-6)。

　　1886 年的朝鲜，迎来了釜山、元山、仁川三地的开港，着手筹建租界，在各

个开港场设立了海关，开始办理各种相关业务。但是针对出入开港场的各国船舶和

人员，此时尚未制定出检疫规定以进行系统性管理。在此情况下，霍乱的举国蔓延

导致了死亡人数的持续攀升。因此背景，开始以开港场的各国官员为中心，摸索如

何来阻止传染病的流入以及防止传染病的跨区传播的方法。因为这些官员肩负着管

理自国民众的责任，并身处抗疫第一线。可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应对指南，

他们只能临时制定和实施检疫规定，因此在这一过程出现多种试错也是在所难免的。

　　本文将主要围绕朝鲜三处开港场的霍乱预防工作，对其检疫的具体过程进行探

讨。当时，居住在开港场的日本人有 2,961 人，在外国人中的比例最高；其次是

清朝人有 349人 2。在传染病发生之后，日本是表现最为积极的当事方之一。日本为

了保护自己的租界，主动与朝鲜官员交涉，商讨实施临时检疫规定的问题。当时朝

鲜政府尚未制定检疫规则，因此日本领事只能是先提议规定的实施，然后再由朝鲜

监理、海关税务士以及各国领事一同协商具体的实施方法。下面将探讨，面对霍乱

肆虐的开港场，朝鲜和日本是怎样开展防疫活动保护自国百姓，并从中察看两国对

检疫问题的认知。

二、仁川港的临时检疫规定实施与事后撤回

　　接到釜山霍乱大流行的消息后，仁川的日本领事铃木充美拿出两种对策，以阻

止霍乱传入港区。其一是组织卫生会，保护日本居留民。其二是制定针对进入仁

2　 日本人的分布情况是，釜山1,976人、仁川706人、元山279人（李东勋，2019:51）。清国人的情况据说
是，釜山87人、仁川205人、元山57人（朴正铉，2010:57）。关于1880年代中期居留在开港场的西洋人的
人数，寻找统计结果并非易事。单以1897年的仁川为例，其境内有英国人17人、美国人和德国人各有14人、
法国人9人，合在一起也只有63人。据孙祯睦的研究，在各国租界开设之初，日本人的比例一直高居在95%
以上（孙祯睦,1982: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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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的船舶的临时检疫规定，并将其推进实施 3。由于事关紧急，铃木充美同各国领

事及仁川海关长代理史纳机（J.F.Schönicke）进行了面谈。基于此，他制定出了

临时检疫规定，适用范围是于当年进入仁川港的所有船舶。史纳机立即同意了此规

定 4。临时规定也从而拥有了实际效力。

　　收到仁川领事汇报后，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虽然同意海关长提出的船舶检

疫临时规定，但他也担心此规定适用于日本船舶时，有可能会成为“分割我们行政

权的契机，因此发生相当不利的状况”。高平小五郎意识到，如果按照临时规定的

内容实施的话，在发动检疫权的时候可能会留下不好的先例，即将日本当前享有的

行政管理权限转交给朝鲜政府。同时他也指出规定里没有提到设立隔离医院、选定

检疫官等具体的内容和方法。但是由于事态急促，他指示先按照增删的内容来实施

此规定 5。第二天，铃木充美就代理公使指示的性质，承认本次检疫规定的实施属于

发动行政权。他表示此次实施的临时检疫规定仅对从仁川入港的商船有效，其目的

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的传入，并且此规定是与仁川海关长及各国领事磋商后制定的。

他强调了此规定的“临时性”，即它是“一种约定”，其性质与对一般民众施行的

行政法规不同，并举了日本的先例。据此他判断，“我们（日本）这次同意海关制

定的临时检疫规定，不代表我们同意割让自己的行政权”6。同时还附上了说明，即

包括英国总领事在内的美国副领事、清国领事也同意了临时规定的制定宗旨。不仅

是铃木充美本人，各国外交官也都在担心霍乱的传播，从而赞同海关制定和实施临

时检疫规定，所以并不认为此规定构成“涉及条约所规定权利的重大事宜”。紧接

着，铃木充美将临时船舶检疫规定公示于居留在仁川港的日本人，并向本国汇报将

于 7月 15日起实施该规定 7。

　　关于临时规定的实施与否，仁川领事报告询问的是日本外务省，由此日本政府

开始探讨审查相关事项。外务大臣井上馨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汇报情况，并对

此事在法理上存在的问题表示担忧。井上馨指出朝鲜属于签署《治外法权条约》的

国家，所以将朝鲜法律直接适用到在留日本人，这本身与“条约精神相悖，难以

给予承认”。与此同时他也判断，因传染病对两国人民都会造成严重伤害，在此情

况下，虽然公使或领事未被委以法律制定权，但仍应许可他们与朝鲜政府协商制定

检疫规定，并以公使之名义将其颁布。由此他建议，在不具备制定法律资格的条件

下，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要与当事国协商后实施检疫，若有违反者，则按照日本

国法律和预防规定来进行处罚。日本内阁采纳了外务大臣的建议，并向驻朝鲜日本

公使发出训令，让其按照此建议内容处理检疫相关事宜 8。

3　 公信第117号（1886.6.27）铃木充美→青木周藏“仁川港”《朝鲜国仁川元山京城釜山检疫规则制定》
（以下资料名为《朝鲜国检疫规则》）（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erence Code. 
B12082328300: 0246)。

4　 公信第74号附属甲号京第65号（1886.6.18）铃木充美→高平小五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300: 0235）。

5　 公信第74号附属乙号仁第40号（1886.6.22）高平小五郎→铃木充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
（Ref.B12082328300: 0236）。

6　 同上文书。

7　 公 信 第126号（1886.7.17）铃木充美→青木周藏“仁 川港”《朝鲜国检疫 规则》（Ref.B208232 
8300:0269）。

8　 亲展送第417号附属文书（1886.7.19）“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30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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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内阁的这一决定，与仁川领事在仁川港内公示的临时检疫规定的生效日相

比，已经晚了四天。外务大臣用电报向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训令是在 7月 26

日。这又是在内阁下达指示的一周之后 9。换言之，在本国的决定最终下达到仁川之

时，仁川领事已经在朝鲜当地制定临时检疫规定并付诸实行了十一天。外务省指出

了领事的这一越权行为，并指示“立即取消对海关长公文的承认”。铃木充美向高

平小五郎发出请求，要他以电信形式明确这一“取消”处分。同时他还报告，实

际上由于霍乱已经开始在仁川蔓延，船舶检疫规定并没有得以实施 10。原计划是同

仁川当局协调完毕后，准备实施规定来应对霍乱。可现实情况是，因为租界内的感

染患者急剧增加，仅仅是进行消毒、设立隔离医院等应对措施，就已经把防疫现场

弄得手忙脚乱。因这些燃眉之急，仁川港的船舶检疫规定迟迟未能得以实行。与仁

川港的严峻疫情相反，釜山港的疫情却逐渐平息下来。检疫规定对外部入港船舶的

实施效果也随之减弱，海关长甚至还提出了应该暂时中止检疫规定的实施 11。从中

我们可以得知，在铃木充美汇报完检疫规定实施事宜之后，随着仁川当地疫情愈演

愈烈，应对的优先顺序也发生了变化。

　　高平小五郎收到仁川领事的汇报后，向外务大臣致电建议了取消临时规定的具

体程序。其建议是：首先要回到最初承认临时检疫规定的原点，取消对这一规定的

承认，并撤回向居留民下达的公示；之后再与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门）重

新协商，以规定对违反者的处罚方法 12。外务省同意了高平小五郎这一提案。高平

小五郎则按照外务省的训令，向仁川领事通报“取消对临时检疫规定的承认，并撤

回贵馆下达的公示”13。至此，铃木充美在仁川港公示要限时实行的临时检疫规定失

去了效力。

三、元山港的检疫规定实施过程中达成的共识
与各国的协作

　　元山领事馆得知釜山港正在流行霍乱的消息后，决定自 6月 1日起对入港船

舶实施检疫。同时还制定出预防霍乱的注意事项及临时规定，向居留民公示令其遵

守 14。外务省收到了书记生奥义制的报告，了解到元山的霍乱应对情况，并对其进

行审查。结果是对《虎列剌预防及处理暂行规则》的第二十条至二十二条的内容进

行了文字修正，而对《避病所暂行规则》的全文十三条规定则表示没有异议，可直

9　 电信训 令案（1886.7.26）井上馨→ 高平小五郎“ 仁 川港 ”《朝 鲜 国 检 疫 规 则》（Ref.B208232 
83300:0264）。

10　 机密第84号仁川海关检疫一件第二别纸甲机密第20号（1886.8.5）铃木充美→高平小五郎“仁川港”
《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300: 0294）。

11　 机密第20号（1886.8.8）铃木充美→青木周藏“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300: 
0298）。

12　 机密第84号（1886.8.6）高平小五三郎→井上馨“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8 
300:292）。

13　 公信第177号附属乙号机密第39号（1886.9.5）高平小五郞→铃木充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
（Ref.B12082328300: 0306）。

14　 第70号（1886.6.21）奥义制→青木周藏“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
（Ref.B12082328800: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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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付诸实施 15。

　　两个月后，包括永兴在内，元山也出现了霍乱患者。领事代理奥义制向元山监

理李重夏和清国元山署理通商事务姚文藻发送公文告知，自 8月 7日起日本租界的

出入口仅留南面一处，并要对两国所有出入人员及其所携带物品进行消毒。同时，

封锁烽燧台下方的道路和其他通道，以防止霍乱的传入 16。但是朝鲜和清国官员均

回复日方，需询问上级机关再作决定，理由是《通商章程》上没有相关条文规定这

一问题。姚文藻的立场是，“此系《通商章程》，事关重大，因无明确条款可依，本

署理事无法自作主张”17。李重夏也表示釜山已经在实施此规定，但有诸多不便出现，

且有阻碍商业之嫌，因此“章程未载之事，不敢擅自许之”18。朝清两国官员认为，

无法任意实施条约上没有规定的内容，因此没有立即接受日方关于实施消毒的协助

邀请。对此，奥义制提及事先约定事宜，即滞留在日本租界的外国人需遵守日本领

事发布的各种规定与警察法，并表示拒绝接受消毒“甚为奇异”19。即便如此，姚文

藻仍然坚持要询问袁世凱后再作处理，并回复日方的规定只能适用于日本商人，明

确了日方提议的消毒规定不能马上适用于自国百姓的立场。

　　此后，李重夏、姚文藻、奥义制和元山税关长格类（E. F. Creagh）聚在日

本领事馆，再次磋商消毒法实施问题。但由于各方的想法和立场的不同，很难对

实施消毒问题达成一致 20。8月 12日，奥义制给姚文藻发送了《虎列剌病预防略则》

及其汉译版，整理了可对三国居留民共同实施的消毒方法，并要求姚文藻若无异议

请速公布。姚文藻则回复称，因霍乱应对事宜与各国均有相关，需与元山监理、海

关税务司一同探讨后再决定，并表示对《略则》内容则无异议 21。元山副领事渡边

修将此内容发给李重夏并请求若无异议立即付诸实施。李重夏回复，将据此《略

则》内容进行应对，只不过有附加条件，即对于朝鲜官员及吏隶需单独立约 22。李

重夏起草了《拟防疫章程议定后另约二条》发送给渡边修，其内容是关于出入朝鲜

官署的官员及属吏要从消毒法实施对象中除外，不能与商人同等对待。另外，他还

要求日方在确认朝鲜官吏的服色和标识之后，不能在路边对其进行消毒或问责。

　　渡边修当日就回函称无异议。关于李重夏提出附加条件的意图，在渡边修与朝

方往来的公文中没有被提及，但在其向外务省报告的文书中却可以得到确认。渡边

修表示，如果将出入官署的朝鲜官员和属吏也包含在消毒法实施范围之内，朝鲜官

吏不得不以与普通百姓相同的方式接受消毒，那样他们会觉得有损颜面。作为官

15　 送第5060号（1886.7.5）青木周藏→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
则》（Ref. B12082328800: 0338）。

16　 第105号附属第10号(1886.8.7) 奥义制→姚文藻 (Ref. B12082328800: 0350); 第31号(1886.8.7) 
奥义制→李重夏“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

17　 第105号附属イ号（1886.8.7）姚文藻→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
规则》（Ref.B12082328800: 0352）。

18　 第105号附属第18号（1886.8.8）李重夏→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
疫规则》（Ref.B12082328800: 0360）。

19　 第105号附属第11号（1886.8.8）奥义制→姚文藻“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
疫规则》（Ref.B12082328800: 0353）。

20　 第105号（1886.8.21）渡边修→青木周藏“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
（Ref.B12082328800: 0347）。

21　 第105号附属ハ号（1886.8.13）姚文藻→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
规则》（Ref.B12082328800: 0367）。

22　 第105号附属第22号（1886.8.16）李重夏→渡边修“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
检疫规则》（Ref.B12082328800: 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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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他们重视自己的社会威信，而且认为有必要与普通百姓区分开来，所以强烈反

对将消毒规定同等适用于官吏。加之实施消毒法的主体又是日方，朝鲜官民则均沦

为被消毒的客体，这样就有一种被牵着鼻子走的印象，因此反应也就更为敏感。

　　在日方接受了朝方的要求事项的基础上，消毒法实施问题终于达成了一致。渡

边修通过公文往来协商，得到了清国及朝鲜的同意，最后通报两国将于 8月 17 日

开始实施消毒法 23。李重夏和元山通商事务书记官刘希文分别回复日本，将向自国

民众公示此事并使其遵守此规定 24。

　　在元山，朝鲜、清朝、日本三国官员之间就预防霍乱事宜的协商和合作进行得

比较顺利。其特点是，在出入日本租界时，朝鲜官吏被排除在接受消毒人员之列。

在此协商过程中可以看出，朝鲜官吏与普通百姓相比更加重视自己的卫生状态和社

会威信。

 

四、围绕釜山港检疫规定实施的争议与冲突

　　霍乱从 5月份开始就已在釜山流行，并且平均每天有 20人左右发病死亡。在

确认邻近地区情况后，日本领事馆切断了朝日两国民众在租界的往来，并向朝方发

送公文，决定开始实施预防霍乱的检疫方法。此时检疫本部已经在龙尾山和租界内

设立并运营了三处分所 25。自 6月 3日起开始对出入日本租界的朝鲜人，不分官民

一律喷洒消毒水。第二天开始直接切断了人员往来 26。在监理署工作的闵建镐对此

表示极为不解，因为日方要求执行通商公务的朝鲜官员也要一律遵守消毒程序。他

甚至建议监理，应该向日方发送公文抗议此事 27。

　　两周之后，当日本领事馆要实施包含霍乱预防方法及适用范围的检疫规定时，

问题也随之产生。驻釜山日本领事所通知的检疫规定共由十二项条文构成 28。这

十二项条文规定了对出入日本租界的人员和物品进行消毒的方法和限制，实施目的

是防止和管控霍乱传入租界。虽然如此，这只不过是日本领事馆为了保护自国民众

而匆忙制定的强制性规定而已。在各国外交官看来，此规定是未经事先协商的、并

且是由日方单方面提出来的。

　　包括东莱府使在内，海关税务司和清国理事官均收到了釜山领事代理宫本罴发

来的检疫规定的副本。但是他们以其中部分内容有失妥当为由，反对检疫的实施。

朝方也逐条整理删改事项后，发至釜山领事之处 29。其涉及内容包括：取消对出入

租界的人员发放许可证（第二条）、喷洒消毒药需区分官员和商人（第六条）、日本

23　 第37号（1886.8.16）渡边修→李重夏（Ref.B12082328800: 0377）；第15号（1886.8.16）渡边
修→刘希文“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800: 0378）。

24　 第105号附属ホ号（1886.8.16）刘希文→渡边修（Ref.B12082328800: 0381）；第105号附属
第24号（1886.8.16）李重夏→渡边修“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80）。

25　  “釜山及马山浦流行病（本月二日釜山特发通信”《东京日日新闻》（1886.6.11）。

26　 《海隐日录》（一）丙戌五月二日、三日（釜山近代历史馆编，2008:563-564）；“釜山通信”《邮便报知
新闻》（1886.7.7）。《海隐日录》是在釜山监理署工作的闵建镐留下的日记。

27　 《海隐日录》（一）丙戌五月三日、四日（釜山近代历史馆编，2008:563-564）。

28　 机密第9号别纸1号“釜山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9100: 0439-0441）。

29　 《东莱府与日本领事往来照会》。本资料未记具体年份，但记载了在1886年霍乱流行当时，釜山监理与
日本领事之间往来的部分文书。此资料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可以在线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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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对税务司权限的侵犯（第九条、第十条）等问题。此规定以预防租界内传染病

流行为由，将日本官吏的职能设定为身居朝鲜人之上的监督者和管理者，这带有浓

厚的侵犯国家主权之嫌疑。因此朝方指出，日方的此次应对方式是“一种专断”、

“并不是一个开港场领事可以决定的问题”，是一种越权行为，就此问题“有必要

拟文询问利害相关的官员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朝鲜监理表示，应与海关税务司、

清国理事官、日本领事一同制定单独的章程。鉴于此，日方只能将检疫范围局限在

自国居留民。

　　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也听到消息说，居留在釜山的外国人对釜山日本领事馆实

施的检疫规定爆出不满。高平小五郎解释道，日本本国政府也在严格实施检疫法，

因为这与“整体居留民的卫生预防相关”，所以“当然要从起初开始严格详实地执

行”30。他认可了与卫生相关的检疫法实施的必要性，但也无法放任事态继续发酵，

引起外国人不必要的不满。因此他指示宫本罴调查引起不满的原因和实际检疫的经

过，并将其详细汇报到外务省 31。

　　外务次官靑木周藏判断，宫本罴在釜山港施行检疫预防规定之际，想把日方制

定的规则同样地适用于朝鲜人及外国人身上，这个行为“超出领事权限范围”构

成问题。若想在开港场发动检疫相关的行政权，具体流程首先需要与朝鲜官员及各

国领事进行协商，然后取得其上级即公使的许可，再正式公示于居留民。宫本罴则

省略了这个流程，直接制定出预防霍乱的新的检疫规定，并通知各国外交官，因此

犯下了重大的程序错误。此事是因宫本罴自身不谨慎而引起，所以靑木周藏也只能

斥责他。靑木周藏明确地告知宫本罴，今后在实施检疫规定之前，必须先由日本公

使与朝鲜政府进行协商。他同时还提供了釜山港应对霍乱流行时可参考的一个案

例，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元山监理、日本领事和清国理事官经过事先协商而实现

防疫的元山港事迹。

五、结语

　　霍乱曾在开港期朝鲜有过多次的全国性流行。自 1886 年起，以釜山、元山、

仁川三处开港场为中心，开始有了预防霍乱流行的防疫活动。但这个时期的朝鲜政

府尚未处于正式完善官方检疫规定并投入实施的阶段。因此在朝鲜的各个开港场出

现了各自不同的应对方式。其中既有像元山港一样，各国积极协助进行防疫的案

例，也有像釜山港，反对日本领事起草的检疫规定方案，指出其越权等问题而出现

矛盾和冲突的情况。

　　在 1886 年当时，确实存在实施检疫的必要性，以此防止霍乱的地区性扩散，

并保护自国民众，对此各国官员也表示认可。但是具体问题出现在，到底应该由谁

来制定检疫实施标准、如何设定相关内容及如何界定适用对象的范围等方面。在朝

鲜各个开港场工作的日本领事以事态紧急为由，提出了管理条款草案，从中可以看

出日本想抢占检疫规定标准制定权的意图。只是关于检疫规定的实施与否，还需要

30　 机密第9号（1886.7.16）高平小五郎→宫本罴“釜山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9100: 
0426）。

31　 同上文书(机密第9号，Ref.B12082329100: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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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开港场分别征得朝鲜监理、海关长和各国外交官的同意。再者，针对条约运

营上是否存在问题，需经过本国的审查并获得批准的程序。

　　检疫规定的制定和实施，与各国外交官的利害关系和自国民保护问题有着错综

复杂的联系，因此存在“时宜性”的问题，即便其宗旨是好的，也无法单方面地

在开港场贯彻实施检疫规定。制定检疫规定并将其适用于各国人民，此事要落到实

处势必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对开港场的他国居留民的管理权限是属于他国领事和

公使的。若以情况紧急为由，在实施消毒、管制出入等方面强硬行使权限的话，有

可能会为列强在事后以违反条约为由进行干涉留下口实。日本政府在开港场内实施

检疫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因为日本强烈意识到此举可能会影响当时正以西欧列强为

对象推进的修改条约事宜。另一方面，通过元山港和釜山港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即

便事态紧急，朝鲜方面也对日方单方面制定和运用检疫规定表达了强烈异议并要求

修正。因为以预防传染病为由，对自国民众行使强有力的管理权，这具有浓厚的侵

犯国家主权的色彩。可以说，1886 年在朝鲜开港场制定和运用临时检疫规定的过

程，很好地体现出了各国处理检疫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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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
对策与开港场
市川智生　冲绳国际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宋 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　要

　　1859年日本正式开始对外贸易。当时成为贸易据点的，是通商条约指定的

长崎、函馆、横滨、神户、新泻等开港场。这些港口既成为了通商和物流的据

点，同时也成了急性传染病从海外流入扩散开来的场所。当时，在日本蔓延的

传染病中，从国外被带入的有从1870年代持续至1880年代的亚洲霍乱和1900年

前后的腺鼠疫。 

　　在开港场的传染病对策中，为防止通过船舶感染而实行的海港检疫作为岛

国的水际对策（边境防控对策）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实施过于严格导

致物流停滞的难题。另外，根据当时的条约架构，日本很难对外国船籍的船舶

实行日本行政规定的检疫法令。实际上也曾发生过由于英国公使的反对而造成

检疫中断的情况，他当时因担心日本医疗技术不够成熟，且会阻碍到自由贸

易，于是反对检疫。 

　　另一方面，开港场市区的防疫中，为防止传染病向国内各地扩散，预设了

出行限制、隔离、消毒等措施，但日本的地方行政和外国人居留地的双重行政

对此造成了阻碍。此外，港口开放当初，能应对传染病的只有那些在居住地领

事馆工作的医生和军医。他们为居住地社会的利害辩护，干涉了包括日本人社

会在内的开港场的防疫行政。 

　　通常认为，具备以上特征的开港场防疫，为日本培养了应对传染病的人

才，并随着法律层面上1899年新条约的实施而发生了转型。

1.序言

　　开港场，指的是日本 1858 年之后与各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后开放的港口城市。

早期有横滨、神户、长崎、函馆、新泻五个港口，后来又增加了大阪。开港场，由

码头和保税仓库等港口设施、可供缔约国的居民租用、居住、通商的外国人居留

地、以及周边的日本人居住区构成。这里不仅是日本的贸易流通据点，在传染病由

报告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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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入并扩散至日本国内各地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日本的开港场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日本经济史的角度已经有

了很多的研究积累 1。另一方面，对作为侨民生活聚集地的外国人居留地的研究，主

要是从东亚欧美人生活史的角度展开的 2。另外，日本方面在居留地制度史方面的研

究成果较多，尤其是针对外国人在日本租赁土地时的相关规定（地产规定）的研

究 3。近年来，也有从政治外交史领域展开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日本向外

国侨民执行行政规定时产生的外交分歧 4。今后我们还需根据日本方面以及位于各港

的各国领事馆的相关记载，进一步弄清开港场的居留地制度及其实际的实施状况。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以横滨、长崎、神户这三个开港场为研究素材，对其应对

传染病的历史进行概述。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在关注地域差异、传染病种类的差

异、不同时期的防疫对策的变化的同时，思考在医疗保健方面日本人社会和外国人

社会之间的关系 5。

2.横滨 ：以应对天花为契机谋求居留地自治

　　在明治初期，横滨的医疗活动的中心是由欧美旅日侨民建立的横滨一般医院

（Yokohama General Hospital）。从该医院的运营形态来看，基本属于旅日外国侨

民的慈善活动的范畴。实际来该医院就诊的，大多是途经印度、中国南方后到达

横滨的船员或前来经商的短期居留者（Non-residents）。S.Eldridge（1843 ～

1901）根据横滨一般医院的就诊记录，整理了当时横滨的卫生状况，从中可以看

出梅毒、天花等传染病是影响旅日外国侨民健康的最大问题 6。

　　从 1870 年末到 1871 年初，天花在横滨传播迅速，而居留地中也感染者众多。

当时居留地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要求传染者在横滨一般医院里开设的各国天花医

院（Smallpox Hospital）里接受种痘或隔离。而关于天花蔓延的原因，居留地

方认为是由于周边的日本人社会没有采取恰当的防疫措施 7。驻日英国公使 Sir H. 

1　 代表性研究为石井宽治《近代日本和英国资本 ：以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为中心》东京大学出版
会，1984年。

2　 J. E. Hoare, Japan’s Treaty Ports and Foreign Settlements: the Uninvited Guests, 1858-
1899, (Kent : Japan Library, 1994)

3　 大山梓《关于旧条约下的开市开港问题研究 ：日本的外国人居留地》（凤书房，1967年）、斋藤多喜夫《横
滨居留地的成立》（《横滨和上海 ：近代都市形成史比较研究》横滨开港资料馆，1995年）、同上作者《明治初
年的横滨居留地 ：基于“金川纲规定” 》（《横滨居留地和异文化交流 ：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都市研究》山川出
版社，1996年）、同上作者《开港港则的成立过程》（《横滨开港资料馆纪要》第23期，2005年3月）。

4　 森田朋子《开国与治外法权 ：领事裁判制度的运用和玛丽亚路丝号事件》（吉川弘文馆，2005年）、五百
旗头薰《条约改正史 ：法权恢复展望与国家主义》（有斐阁，2010年）

5　 笔者于2021年1月9日举办的第65届SGRA-V论坛第5届中日韩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19世纪东亚
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上报告本文。本文是在下述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市川智生《近代日本通
商港口的传染病流行与外国人居留地 ：1879年“神奈川县地方卫生会”的霍乱对策》（《史学杂志》第117篇
第6号，2008年）、《明治初期的传染病流行与居留地行政制度 ：1870-1871年的横滨天花对策》（《日本历
史》第762号，2011年）、《开港场神户的传染病对策与居留地自治》（《历史科学》第219号，2015年）、《神
户：1899年开港场的防疫与外国人社会》（永岛刚、市川智生、饭岛涉编《卫生与近代 ：从鼠疫流行看东亚的
治理、医疗、社会》（法政大学出版局，2017年）。

6　 Stuart Eldridge, “Notes on the Diseases affecting European Residents in Japan, upon the 
basis of all available statistics”, 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 March 1878 , 
No.15. （Shanghai :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7　 “Small-pox and its Prevention”, Japan Weekly Mail , Jan. 28. 1871., Vol. II. No.4.,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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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s（1828～1885）命令曾在多个开港场从事过性传染病防治的英国海军军医

G.B.Newton（1830～1871）来订立日本的天花应对方案，并直接要求明治政府实

施此方案。可见，该时期横滨在应对天花时，是由英国为中心的居留地方掌握了主

导权的。这一特点，不仅适用于居留地，也适用于本应由日本政府掌握主导权的居

留地以外的区域。而从双方讨论天花防疫对策的天花预防会议是在英国领事馆召开

的这一点上，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特点 8。

　　而后，居留地方根据这一时期应对天花的经验，设立了“卫生委员会（Board 

of Health）”，而居留地应采取独立的防疫措施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些声音认为，

完全依赖于日本方，很难保证侨民免受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侵害。从居留地的这一动

向，可以看出居留地方想要积极介入日本人社会的传染病对策的意愿 9。这一时期对

天花的应对，也成为了外国人居留地要求设立自治的医疗卫生组织的契机。

　　 “卫生委员会”的构想在1877年（明治10年）霍乱流行的时期得以实现，可

见这一构想并不是纸上谈兵，居留地方为防止传染病从日本人居住地入侵外国人

居留地而建立侨民自治组织的想法在这里得到了继承 10。然而，在 1879 年（明治 12

年）霍乱大肆蔓延之际，神奈川县令野村靖（1842～1909）召集并组建了防疫会

议（神奈川县地方卫生会，Yokohama Local Board of Health），成员中不仅有日本

医师，也有英国领事馆、德国海军医院的医务人员。这说明居留地的“卫生委员

会”已实质上被日本方吸收合并。但即便如此，认为这一时期港口在医疗保健方面

已完全由日本人接手还为时过早。在霍乱防疫会议基础上建立的神奈川县地方卫生

会，进行了街道卫生调查、厕所结构改造等一系列高水平的活动，而掌握这些活动

主导权的，均为在赴任横滨之前曾在东亚各地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欧美医师。由此可

见，在 1870 年代末的横滨，在传染病防疫中提供专业意见的仍然是居留地这一方。

在横滨的日方防疫会议上完全看不到欧美医师的名字，是 18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

情了。

3.长崎 ：独立防疫并为细菌学研究提供土壤

　　霍乱从中国沿海为首的东亚各地传入日本时的第一站便是长崎。因此，对于日

本的公共卫生来说，长崎具有重要的意义。

　　1850 年代末，幕府在长崎设立了兼有医科学校和医院功能的养生所，老师是

居于出岛的荷兰商馆医务人员 Pompe（J.L.C.Pompe van Meerdervoort,1829 ～

1908），而在此接受医学教育的则是由幕府选派的学生或在当地从医的师徒等。明

治以后，继任 Pompe 的荷兰医生也继承了这一点，并将其发展为专门负责诊疗的

长崎医院和专门负责医学教育的长崎医学校 11。因而，长崎的一大特点，便是在其

开放为开港场后很快就开始培养日本医师。比如，明治时期长崎医疗行政机构的中

8　 FO262/218, No.2, R. Robertson to H. Parkes, Jan. 12 1871. 

9　 “The Board of Health”, JWM, March 25. 1871., Vol. II. No.12., p.144.

10　 FO262/314, R. Robertson to H. S. Parkes, No.69, Sept. 20, 1877.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请参
照 ：市川智生《开港场横滨的感染症历史 ：从1877年东亚霍乱流行的事例来看》(《乡土神奈川》第59号，
2021年3月)。

11　 长崎大学医学部编《长崎医学百年史》（长崎大学医学部，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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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物吉田健康（1846～1897）。他师从荷兰医生 Bauduin（A.F.Bauduin,1820 ～

1885）和 Mansveldt（C.G.Mansveldt,1832～1912），后兼任长崎医院院长和县卫

生科科长，1887 年（明治 20年）在长崎建立第五高等中学校医学部时，更是成为

了该校首任医学部主任。而同时期的横滨，是由传教士出身的美国医生和英国领事

馆的医务人员交替担任县立医院的院长的，由此也能看到长崎在医疗的独立性方面

非常突出。

　　长崎的居留地在设立之初，由英国居民为主的租地人组建了居留地委员会

（Municipal Council），并在警备、消防、道路清扫、路灯管理等方面实施行政自治。

1876 年（明治9年），居留地委员会因财政困难而解散，行政权返还给了长崎县一方 12。

但第二年1877年（明治10年）的夏天，霍乱从厦门传入日本，并在作为西南战争政府

军军事据点的长崎大肆蔓延。在日本方的相关记载中，没有关于长崎居留地的霍乱防

疫对策方面的信息。但在驻长崎英国领事J.Troup（1840～1925）寄给东京公使馆的

信上，可以看到在长崎居留地以各国的领事为中心召开防疫对策会议、组织各国领事

馆的医务人员和未航行的航船医生组建医疗委员会（Medical Commission）、并下令在

居留地内实施卫生调查和防疫对策等内容 13。居留地的这些应对措施，其实也反映了对

长崎县厅内设立的“检疫事务所”的成员只有日本人这一点的不满。也就是说，虽然

在制度层面居留地的行政自治已经结束，也一度有过由日本方对长崎的开港场进行一

元管理的时期，但在如霍乱流行这样的紧急情况来临时，欧美各国的侨民还是在以一

些非正式的方式继续其自治活动。

　　另外，在长崎医学校和长崎医院从事医学教育和日本患者治疗的荷兰医师，也

定期将日本人的霍乱感染情况和县的防疫对策等信息传递给英国领事等人，整体上

采取的是有利于居留地社会利益的行动。

　　长崎在 1885 年（明治18 年）和1886 年（明治19年）也出现了霍乱流行，但

由于日本在细菌学、病理学等方面的医学研究的进展，防疫的方式也发生了变

化。在该时期，长崎县从东京引进了医学学士山根正次（1858～1925）来长崎医

院从事霍乱治疗方法的研究，还委托北里柴三郎（1853～1931）来进行霍乱的细

菌学检查，可以说为霍乱研究提供了重要土壤 14。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日本方想要

让居留地一方知道，日本方已经吸收了以 1883 年 R. Koch 发现霍乱弧菌为代表的

细菌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并企图在长崎的防疫对策上实施一元管理。从英国领事

J.J.Enslie（?～1896）的反馈来看，他虽对将防疫工作全部交由日本人完成存有

不满，但基本上采取了依附于长崎县一方的姿态 15。可见，由于长崎将医学研究的

先进成果和防疫第一线直接连接了起来，他们得以在开港场的传染病防治中成功掌

握了主导权。

12　 大山梓《关于旧条约下的开市开港问题研究 ：日本的外国人居留地》（凤书房，1967年）

13　 FO262/310, No.51., M. Flowers to H. Parkes, Sept. 14. 1877. 另外， FO262/341, No.25., J. 
Troup to H. Parkes, Aug. 9. 1879. 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14　 北里柴三郎《长崎港虎列剌病调查谈》（《大日本私立卫生会杂志》第31号，1885年）、山根正次《虎列
剌病通论》（英兰堂，1887年）

15　 FO262/443, No.82, J. J. Enslie to H. Parkes, Sept. 1.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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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户 ：以应对霍乱为契机的自治扩大和变化

　　开港场神户是连接九州和横滨、东京的中继点，在贸易流通中占据重要地位。

神户居留地由领事团和租地人代表组建居留地会议，并由居留地行事局来掌握行政

自治权，直至1899年（明治32年）。行政自治的内容，包括警备、道路 /下水的修

缮、路灯管理等，这些均未超出居留地土地管理的范围。通过行事局的财政记录我

们可以看出，自治得以长期维持得益于其限定了行政自治的活动内容，因而行事局

的活动内容自然不可能涵盖居留地的所有行政内容。特别是各国侨民的出生、死

亡、婚姻等属于居民管理范畴的事物，是交由各国领事来各自管理的，这体现了属

人主义的原则。

　　在神户居留地，医院经营也是其实施行政自治的重要一环。通过居留地侨民的

捐款，神户国际医院（International Hospital of Hiogo）得以建立并运营，并

由美国传教医 Beery （J.C.Beery,1847～1936）在此从事诊疗活动。

　　而关于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对策，无论是日本方还是居留地方都没有明确的规

定。因而双方需要通过协商交涉来构建合作关系。1886 年（明治19年），霍乱从大

阪直接传至神户，传播规模极广。由于居留地也频繁出现感染者，居留地行事局扩

大了行政活动的范围，开展了挨家挨户的检查、隔离、消毒等防疫活动。值得注意

的是，该时期有 8国领事联名对居留地侨民发出了防疫活动的通告 16。居留地的居

民管理，本属于各国领事各自的管辖范畴。但在应对传染病蔓延这一危急情况时，

则转而以居于神户居留地的居民为条件展开行政活动，这体现了属地主义原则。

　　但这种伴随传染病应对而发生的居留地自治的扩大，在1890 年（明治23年）

应对霍乱之际发生了变化，居留地方不得不接受日本方（兵库县）介入居留地内

部的霍乱防疫工作 17。可以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以当时居留地行事局的财政规模，

无法维持其在隔离、消毒等防疫手段方面的开销。此外，为了对包含居留地在内的

神户这个开港场进行整体防疫，也需要日本方来承担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工作。这

种观点的背后，是认为单独在日本人社会或单独在居留地进行防疫工作都没有意

义。1899 年居留地被废除之前，神户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就已经交由日本方面进

行统一管理了。

5.神户和横滨 ： 
居留地废除后的情况与鼠疫流行

　　在1899年（明治32年）7月条约修订并废除外国人居留地后，很快便在神户和

横滨爆发了鼠疫。由于在两个地区都没有出现外国居民之间的鼠疫传染病例，因

此在传染病防疫对策上只通过体检进行了疑似患者的排查。在神户对居留地的外

国侨民进行体检和住所消毒工作的，是被兵库县临时雇佣的英国医生米勒（R.S. 

Miller, 生卒年不详），他曾在神户国际医院工作。在此之后，日本方也通过雇佣

16　 FO262/561, No.26., J. Troup to F. Plunkett, June. 2. 1886. 

17　 FO262/632, No.31., J. Longford to H. Fraser, Aug. 16.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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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旧居留地从事医疗活动的欧美医师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对旧居留地的外国人实

施鼠疫防疫措施 18。类似的防疫方式，在 1880 年代中期的神户和横滨发生霍乱时也

采用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居留地废除带来的制度变化，并没有对开港场的防

疫方式产生影响。

　　日本方在采取鼠疫防疫对策时，主要是以细菌学家排除媒介动物和病原菌的方

式进行的 19。而在横滨和神户的欧美居留地则主要强调的是居住环境的改善 20。以神

户国际医院的医生米勒为例，虽然当时细菌学研究急速发展，但他在撰写文章时强

调的却是要通过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来预防疾病，这种基于古典卫生学的观点受到

了居留地居民的支持。在居留地的欧美侨民看来，只有对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

的居留地的生活设施、居住空间进行改善，才是从传统卫生学角度上应对传染病的

最佳途径。日本方实施的基于细菌学检查的鼠疫防疫对策，和关注居住环境改善的

传统卫生学观点，在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事实上，日本方看似是将最新的细菌

学研究成果直接应用到了防疫中，但在实际实施中由于感染途径不明也经历了不断

的试错。比如，在神户和横滨的疫区实施的焚烧处理、应对霍乱时采取的下水道、

厕所排水设施整修等。

6.结语

　　从明治时期日本开港场的居留地制度，可以看出其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存在一定

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急性传染病的蔓延。由于应对天花、霍乱等为代表的传染病

明显不属于行政管辖范围，因此防疫工作到底是由日本方还是居留地方来承担就成

为了争论的焦点。这也与用防疫法令（即日本方的行政规定）来直接约束居留地的

外国侨民缺乏法律根据这一背景有关。

　　横滨、长崎、神户的居留地在运营上各有特点。从居留地欧美侨民主导的行政

自治的起止时间来看，在横滨和长崎分别在 1867 年和 1876 年就废除了自治，而

在神户，则到 1899 年才废除，在此之前一直由居留地委员会和居留地行事局来维

18　 “Sanitary Board for Kobe”, The Kobe Chronicle , 1899 Nov. 29, Vol. V, No.126., pp.414-
415.

19　 兵库县警察部编《兵库县鼠疫流行志》（兵库县警察部，1912年）、神奈川县警察部编《神奈川县鼠疫流
行志》（神奈川县警察部，1910年）

20　 R. S. Miller, “The Foreign Community and Plague”, The Kobe Chronicle , 1899 Nov. 15, 
Vol. V, No.124., 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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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关活动。但从传染病对策的实施者的角度来看，三个开港场也存在相似之处。

在1860年代至1870 年代，还在实施行政自治的神户自不必言，即便是行政权已经

返还日本方的横滨和长崎，也都是由居留地方自己来实施传染病防疫对策的。

　　开港场的防疫对策在实际的实施中，遵循的并不是居留地有无自治权这一制度

规则。这是因为，在应对天花时必要的隔离、种痘技术、应对霍乱时所需的卫生工

学领域的知识技术等，都属于医疗水平这一层面的问题。而在这些开港场中，掌握

这些领域发言权的是居留地的外国侨民。因此，在横滨和长崎的传染病防疫中，才

会出现居留地的非正式自治这一现象。

　　在此之后，日本方从 1880 年代末到 1890 年代，通过吸收细菌学研究的成果、

在开港场设立防疫官等方式，开始介入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1880年代中期，长崎

成为细菌学家研究霍乱的土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影响下，在1899年（明治

32年）条约修订并废除居留地之前，横滨、长崎、神户在防疫方面便已经实现了日

本方的一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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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 
与性格
余 新忠　南开大学

摘　要

�　�　　将从观察当下日常生活中卫生的意象和梳理中国卫生防疫的历史入手，来探

究中国近代卫生机制的性格。通过对传统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的梳理，来观察近

代以降，中国卫生防疫从避疫到防疫、从个人到公共的历史演变。并进一步通过

近代卫生性格的梳理，观察卫生的另一面。源于西方的现代“卫生”机制，不

仅有着令人艳羡的代表着文明进步的“现代”的靓丽外表，同时也犹如一种无

处不在的权力，时刻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作为文明进步的“现代”，除

了秩序、整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小的疫病感染几率，“卫生”带给我们的

还有政治和文化上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和对身体自由的监

控和拘束。做这样的批评和省思，不仅是希望藉此打破目前国内卫生史研究中普

遍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同时也想通过这些的省思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卫生建设的补

偏救弊提供可以可资借镜的历史资源。进而亦希望表明，过于强调发展和强盛，

而忽视民众权利的保障，长远来看，可能未必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福音。

　　在近代以前，中国社会虽然也有着自己的卫生行为和观念，而且在长期的历

史演进中，也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卫生防疫的举措和经验，但毋庸讳言，现代意义

的卫生观念和由公权力介入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无疑是西方的舶来品。19世纪后

期以降，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窘迫中，在“不讲卫生”、“东亚病夫”等国

际意象的羞辱中，在“强国保种”的悲情中，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开始了关注身体、

卫生，倡行和推进“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这一艰难而曲折的历史旅程。

即使时至今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极力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

面建立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依然是当下孜孜以求的未竟事业。从传统

到近代，中国社会卫生防疫确实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近代以降，在西方文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社会逐步建立了由国

家主导，立足国家强盛的现代公共卫生机制。从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西方

文明影响的不断深入，源于西方的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和机制日渐被视为科学和文明

报告论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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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并在不时爆发的霍乱、鼠疫和天花等烈性、急性传染病的直接促动下，得

以引入和创建。中国改变了以往官方缺乏专门管理民众健康事务的机构和职能的局

面，逐渐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掌管医疗卫生事务的卫生行政部门和专业的防疫研究

机构，师法日本等国，创建公共卫生法规，开展以清洁消毒、检疫隔离、人工免

疫、疾病统计、流行病调查乃至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举措，

以及以提升民众卫生习惯和意识、改善环境卫生为基本内容的群众性卫生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个人事务的卫生问题开始变成了关乎民族兴亡的国家

大事，藉由现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引建，国家成功地将原本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

性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纳入到了官方的、制度化的体系之中，实现了民众身体的

日渐国家化，以及国家职能的具体化和权力的不断扩展。虽然卫生防疫直接的目标

是维护个人或民众的健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卫事业的建设，却明显是以

“强国保种”和国家富强为指归的，甚少关注到卫生防疫中的个人权利和公平正义

的问题。而且，卫生防疫举措的推行，其动因往往都不无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的

因素。在很多情况下，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在社会思潮

和舆论力量的影响下，统治者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以及表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从传统到近代，社会的卫生防疫观念逐渐从消极转向积极。在传统时

期，中国社会对于瘟疫的认识主要为“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个方面，涉

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就基本的理念而言，基本就是养内避外，除了认为巩固元气

外，基本就是以避为主，大体上都是相对消极、内向的个人行为，并未成为官府介

入的公共行政事务。而且有感于疫气弥漫空中，往往也无从防避，故常将染疫视为

命数，并未将疫病的预防作为重点的思考方向。从传统到近代，随着近代公共卫生

观念和制度的日渐引入，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也开始从相对消极的避疫、治疗

转向积极主动的防疫，近代的防疫除了理念上更强调预防以外，在举措上，一方

面，主张通过积极改造环境卫生的方式来预防和减少瘟疫的爆发；另一方面，则希

望通过消毒、检疫、强制的人工检疫和科学研究等手段来控制甚或征服瘟疫。

　　从晚清到 20世纪，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逐渐引入中国社会

并成为中国现代制度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而言之，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

征：

　　首先，我们不应因近代卫生显著的现代性和外来性，而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

量。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公权力介入并以现代科技相依托的近代公共卫生机制无

疑是西方的舶来品，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优势和巨大影响力。但是，如果

我们能立足史料而不是从进步和现代化之类的概念出发，就不难发现，在传统时

期，公共卫生方面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同样也存在于晚清之前的中国社会，只不过

由社会力量来主持，并以个别、自为和缺乏公权力介入的方式表现出来。这至少体

现在：1、近代的卫生机制中不无传统的因子和资源，在防疫观念上，戾气学说和

细菌理论的结合，部分养生观念汇入近代卫生概念，在在都显示了近代卫生中的传

统因子，而城市环境卫生中的粪秽处理机制的近代转型其实也是通过借助传统资源

而实现的。2、当时中国社会运作的自身需求往往会影响到国人对近代卫生机制诸

多内容的不同态度。比如，在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中，嘉道以降，由于城市水质污

染以及传染病流行频度加大，出现了较为强烈的改善水源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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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这样的设施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中也就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同时，士人精

英基于城市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而引发批评和怨言，使得他们对城市卫生行政特别

在意并容易接受。这些显然为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演变提供了基础和变动根据。

　　其次，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并不纯粹是出于维护健康之目的的，同时也具有阶级

性和种族性，也就是说，现代“卫生”虽然自有其维护健康的实际效用，但该制

度的引入和推行显然亦非全然是以追求健康为唯一指归的，同时也是社会中存在的

民族、财产和文化上等各方面的优势者，基于自身的利益，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

将相关的举措强行推行于社会全体的利益和权力秩序。

　　再次，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引入和展开，有助于促进都市面貌改观、卫生设施

改善、感染疫病的几率降低以及国家形象的提升等，从中上层社会人士的角度来

看，无疑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进步之举。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对于下层民众来说，

却往往是“费而不惠”的，比如像粪秽处理等清洁制度的变革，对于普通民众不

仅预示着税收的增加，而且也增加了城市周边乡民获取粪肥的成本，而所谓城市面

貌的改观，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见得有特别的必要性，至少不是什么当务之急。

同时像清洁、检疫等制度，在推行时，还往往会侵害民众的实际利益和身体自由。

由此可见，从卫生的角度来说，近代化过程中的诸多“进步”往往都是以牺牲弱

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而像卫生检疫，在带给中国社会主权、健康、文明

和进步的同时，也有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和文明的名义下被侵蚀和剥夺的一面。

虽然，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国家振兴等某些正当的理由和目标而牺牲部分

民众的利益和自由，或许难以避免，但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对普通民众的权

利和合理诉求置之不理，甚或将他们的诉求斥之为保守、愚昧和落后呢？是不是应

对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作出更多的考量呢？答案我想不言而喻。

　　复次，清前期，国家对医疗卫生事务甚少介入，基本缺乏制度性的相关规定，

晚清卫生行政的引建，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

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介

入程度的逐步加深，以及作为“国家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卫生行政的逐

步建立，乃是国家职能的深化和具体化，也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扩张，虽然自有其必

要性和正当性，但若不能意识到这些制度本身隐涵的权力关系，而不能建立起相应

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那么政府的职能往往就能以现代化名目“合理”合法地无限

扩张，民众的实际需求也就很难有必要的重视，这样一来，很多由全民买单的所谓

进步和“现代化”成果，至少对于普遍百姓来说，或许不过是“水中月”、“镜中

花”而已。

　　最后，晚清以来，引入西方的现代经验，在科学、文明和进步的名义下，引入

和建立近代公共卫生制度，乃是在种种的内忧外患不时突显的窘迫历史背景下出现

的。尽管不无主权危机等方面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乃是中国 100 多年前的那些

士绅精英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是近代以来他们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的一部分。

显然，士绅精英当初如此的选择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和心态，然而在当时内外交困

的危局中，他们往往将此当作了救治中国社会和种族贫病的灵丹妙药，而很少去考

虑其实际的必要性和适用性。实际上，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机会和时间容他们去做那

样细致的思考，为了简捷和便利推行，往往只好将复杂的情势化约为维护主权以及

追求文明和现代化等简捷问题。如今，世易时移，当一份从容和优裕已相对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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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望时，抚今忆昔，自然不必去苛责先人的努力和局限，但无疑有必要去尽力还原

历史的复杂，让今人有机会在复杂的历史图景中，去发现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历程

以及反思现代性的灵感和资源。

　　近代以降，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催生了“生命政治”的诞生，新的

统治权力从原来的“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力逐步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

权力。而这种新的“生命政治”因为负有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等责任而推动了近代

公共卫生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让政权获得干预生命的合法权力。而中国自鸦

片战争以来，随着国门的洞开和民族危机的日渐深重，也在外力的刺激下开启了现

代化的征程。在这一过程中，以频繁出现的瘟疫为契机，中国逐步引入并创建了由

国家主导、着眼于国家强盛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颇为显眼

的特色。虽然现有的研究往往都将瘟疫与现代公共卫生直接联系起来论述，但实际

上，瘟疫只不过是契机而已，根本的动力还在于中国文明自身强大的内生力和自强

精神，以及历来对于社会灾患的关注和重视，就此，我们显然无法轻易忽视中国疫

病传统的意义。不过，与此同时，也须认识到，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时

人不可能有足够的余裕去细致清理传统疫病救治的遗产，思考其与现代卫生制度的

有机榫接。故而在引建中往往会凸显其“强国保种”、实现国家强盛这方面的意义，

而未能较好地关注和体认卫生防疫本身具有的维护个体生命和健康权利的意义，使

得晚清民国的卫生防疫具有过于强烈的政治意涵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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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技出版社，2006 年。

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 年。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余新忠：《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安徽大学学报》2015 年地 5期。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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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点评

金 贤善　明知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

情越过亚洲扩散至欧洲和南美洲，全世界进入紧急状态。截至 1年后的现在（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球确诊病例已突破 8200 万，死亡人数超过 180 万。对于当今

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和防疫这一现实问题，三位老师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关注传染病、防疫、环境和卫生等主题的讨论者，通过三位老师的研究，我个

人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首先，从朴汉珉老师和市川老师的研究中发现，在开港场检疫方面，朝日两国

都因主导权问题而发生过摩擦，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通过两位老师的研究，再次

确认了主导传染病防疫的国家主导近代文明这个事实以及为克服传染病需要国际联

合和合作这个教训。

　　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下，美国、法国、英国等所谓的“强大国家”

出现了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强大国家”的应对能力比想象中更加无能，对疫

情完全束手无策。余新忠老师的“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让我有了结

合当下疫情，重新思考近代卫生防疫意义的机会。此外，正如老师所说，这对于纠

正当前和未来中国卫生建设的弊病有很大的教益。说到与余新忠老师的缘分，在华

中师范大学就读时，当得知老师要来我校进行讲座的消息后，激动得觉都没怎么睡

就去听了老师的讲座。由于胆小的性格，所以没能向老师要求合照和索要签名，今

天能见到老师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个人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在（中文版论文）第 4页中提到：“我们不应因近代卫生显著的现代性和外来性，

而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公权力介入并以现代科技相依托

的近代公共卫生机制无疑是西方的舶来品，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优势和巨

大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能立足史料而不是从进步和现代化之类的概念出发，就

不难发现，在传统时期， 公共卫生方面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同样也存在于晚清之前

的中国社会，只不过由社会力量来主持，并以个别、自为和缺乏公权力介入的方式

表现出来。”但是老师在现有的研究中曾提到，社会力量在开展医药局事业时，与

国家及官府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那么，在与官府合作的过程中，是否有公共权力介

入或行使了与之相应的权力，对此我提出疑问。

2.在（中文版论文）第 8页中提到：“（近代公共卫生）根本的动力还在于中国文

明自身强大的内生力和自强精神，以及历来对于社会灾患的关注和重视，就此，我

们显然无法轻易忽视中国疫病传统的意义。”传统时代的东亚，当发生各种灾害时，

执政者将其视为上天对实政的谴责，从这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对社会性灾厄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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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重视”。但是以外国人的立场来看，“中国文明本身内在的巨大自生力和自强

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少有些难以理解，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夸张地解释了这一

点。

3. 在（中文版论文）第 5页中提到：“从卫生的角度来说，近代化过程中的诸多

‘进步’ 往往都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这是常有的事情。” 对此，

很想知道是否存在描述弱势群体受害和对社会不满的文集或记录。正如老师所说，

不能说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是正确的。但纵观韩国目前的状况，大多数人为了形成

公共利益和健康的共同体，甘愿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和不便。相反，在西欧，由于

将个人的“自由”作为绝对价值，因此没有达成旨在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协

议，有人认为这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原因之一。清代发生瘟疫时，社会力量

一定程度考虑了国家的利益，我想知道当时中国民间有没有形成健全共同体的社会

协议？

　　传染病不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区，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共同克服的课题。将

东亚这一区域设定为传染病相关的一个地区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通过

今天老师们的研究和讨论，我们期待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和今后的传染病流行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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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点评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 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点评朴汉珉先生的报告

　　针对传染病对策谈到的开港地外国领事采取措施，行政权和主权成为问题这一

情况，与市川先生报告中提到的日本经验有共通之处，很有意思。 

　　清朝政府的理事官和朝鲜海关税务司似乎是共同负责传染病对策的，那么两者

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市川先生报告中重点提到了近代医学，这在朝鲜又如何呢？

点评市川智生先生的报告

　　围绕传染病对策的主导权问题不出所料地成为了讨论的重点，不过，明确了医

疗水平，也就是近代科学这一要素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本的开港地应该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在传染病对策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日本在接受近代医学的同时，在国内传染病对策问题上也有了掌控主导权的经

验，这对日本殖民地统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点评余新忠先生的报告

　　关于卫生和防疫这个主题，提到了外来性和传统因素，这个论点很有意思。

　　虽然说卫生和防疫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但是霍乱和鼠疫这些瘟疫才更应该认

为是舶来品吧。当然，19世纪霍乱和鼠疫并不是来自西方，霍乱来自印度，鼠疫

来自云南省。但是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势力将东亚统合进了世界市场，通过

交通的革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人的移动。为驱逐疫病，卫生和防疫是那之后才引

进的吧。

　　另外，朴先生的报告和市川先生的报告中提到的卫生、防疫与行政权、主权之

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何时，又是如何被意识到的呢？

指
定
讨
论
２



30	 © 2021 SGRA

S
G

R
A

 　
　

r
E

P
O

R
T

  

no. 
94

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报告点评

秦 方　首都师范大学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会议组织方的邀请。在目前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我

有幸聆听各位前辈对历史中一些防疫观念和实践的探讨，实在受益匪浅。

　　我本人并非专长近代医疗史和防疫史研究，因此，只能就本次会议的三篇论

文，提出一些粗略的总结，并结合当下疫情和防疫的发展，提出一些现实的感想。

　　这三篇论文主题非常清晰，均是以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为

历史背景，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如何应对一些具体的疫情并推广相关的防疫观

念。其中，朴汉珉教授和市川智生教授分别探讨了近代朝鲜和日本居留地的疫情扩

散和防疫措施，两位教授尤其能关注不同开港口岸疫情的不同特点以及各方政权应

对疫情的不同对策。而余新忠教授则探讨了近代中国新兴的国家政权和身处变革中

的士绅阶层如何确立和推广文明、卫生的现代防疫观念，以及在这一推广过程中所

展现的权力关系。

　　结合三位老师的研究，我想提出三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抛砖引玉，向各位前

辈请教。

1、区分和连结

　　如果允许我进行一个粗略的划分，那么近代是一个区分和连结并存的时代。一

方面，近代国家民族边界确立，全球殖民扩张持续不断发展，这些趋势所产生的一

个重要的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区分的新单位，比如说这几篇文章中提到的现代国家、

居留地等，它们代表着新的政治区分、行政区分、经济区分和空间区分等等。然

而，另一方面，一些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无疑冲击了这些人造区分。病毒或细菌依

附在具体的物体或者身体上，随着在全球游走的商人、士兵、使节、船只、货物等

途径也进行了扩张，疫情的爆发暴露出这些现代的、人为的区分的无效性和迟缓

性，甚至这些区分反过来更促进了疫情的发展。面对区分的无效时，人们可以依托

的是暂时性的合作和联系，通过分享共同的防疫知识和体制，最终将疫情控制下

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又可能又会产生新的区分。

　　事实上，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为我们展现出区分和连结的复杂性。当病毒成

为一个全球存在时，当病毒也在进化和扩展时，我们会看到一个庞大的体系浮现，

在上面有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超越国家的单位，有各国家民族，往下的话，以中

国为例，当下我们进入到精准防疫阶段，像省、市、区、甚至个人居住的小区，都

成为精准防疫的有效区分单位，有时候一街之隔，按照行政区划，你所居住的小区

可能就被归到疫情风险区，这种区分会极大影响小区中民众的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

（比如说要居家隔离还是可以基本自由地去上班），而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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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讨论3	 秦 方

扩展也变得更为有效，于是，像机场、火车站、公交站这样的交通体系节点原本以

便捷性著称，而现在则成为整个体系的弱点所在。怎样形成一个灵活、有效的体系

运作，以应对疫情的突发性和非常态性，是历史和现实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2、平等和阶序

　　在当下的疫情叙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对比是：一群面目模糊、仅作为数字

而不断增加的“感染者”vs一些特别有社会知名度的“感染者”。在感染这个层面，

似乎是人人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感染，然而在如何叙述“感染”时，我们

又在强化一种阶序性。如果说病毒本身是无差别的，那么如何认知病毒、防范病

毒、治疗病毒，则恰恰显示了社会中的等级性和权力关系。这一点，在此次会议的

三篇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被谈论到，既有在殖民体系中的本国人和殖民者围绕防

疫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也有在新的国家民族框架中不同阶层（如士绅阶层、官员）

借由防疫观念再次确定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让我想到了 Susan Sontag 那本《疾病

的隐喻》的观点，通过疾病，人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人们到底想谈论什么。此次疫

情的爆发，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借“疫情”谈论更深刻、更复杂的问

题，如国家权力、国际关系、生命权利、家庭结构等等，我想，这些议题都可以从

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进行分析和思考，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来

理解疫情和防疫。

3、共同体 / 社区和非正式关系

　　此次三位学者的文章主要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围绕防疫展开论述。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体现了我们认知历史的递进层次，即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和国家。然而，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其中加入一个环节，即共同体 /社区，使之成为一个承上启下

的环节。这个共同体可以诸如是近代北京四合院、上海里弄这样以居住和邻里关系

为中心的社区，也可以是在近代城市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也可以是通过近代教育和职业建立起来的友谊网络，总而言之，共同体

/社区可以成为一个灵活的存在，甚至是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产生新的关系、体

制和结构。而我之所以会产生共同体 /社区这个观念，是看到在这次疫情中，当像

学校、公司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无法成为关联个体的有效单位，甚至成为重点防范

对象，我们居住的小区反而在基层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当防疫物资匮乏

时，亲戚、朋友这样的非正式关系有时会成为人们获取物资的间接途径，很多人无

法直接从国家或市场买到诸如口罩这样的紧缺医疗物资，那么亲戚、朋友则会形成

一种有效的网络，促进物资的流通和分享。自然，我无意否认，在这其中会产生很

多新的问题，但这次疫情确实使我们重新反思社会和国家在体制层面——尤其是基

层层面——上的运作模式。

　　以上是我的一些简单的观察和思考，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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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第二部分，我是担任会议主持的首尔大学的南基正。距离马尼拉会议

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很庆幸能安然无恙地再次与大家见面。从马尼拉会议之后

开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持续了一年，现在仍在进行当中。然而，在这一年时

间里，东亚的“防疫共同体”还没有建立，非但未能发展出“防疫共同体”，共同

对策和共同应对的努力也未取得多少进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感觉正在倒退。在新

冠疫情全球化的背后，人类的全球化戛然停止，国家主义兴起，在各个国家，煽动

仇视外国人情绪的假新闻也在肆意横行。截止到前天 1月 7日，根据牛津大学“数

据中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所统计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数据，日本确

诊人数为 4467 人，韩国 798 人，中国 74 人。今天也有很多老师提到新冠病毒是

跨越国境的存在，它使国境丧失了功能。尽管如此，掌握新冠病毒并使其存在变得

可视化的依然是各国数据。所以说，我们仍然依赖于国境来认识越境的存在。在这

种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我再次体会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为了继续在东亚地区

生活，也为了创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我们将就“从该地区的过去中应该学习什

么，以及传染病再次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什么”等问题展开讨论。

　　给大家介绍一下会议的开展流程。首先由刘杰老师总结第一场的发言和讨论，

以及 9位老师（预先提交）的评论，进行论点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小时的自

由讨论。自由讨论结束后，我们将分别利用 5分钟的时间，听取宋志勇老师的总结

南 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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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母语发言。翻译：日语/于 宁（东京大学）、韩语/洪 龙日（东京大学）］  

主 持 人 ：南 基正（首尔大学）

论点整理 ：刘 杰（早稻田大学）

自由讨论 ：小组成员（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总　　结 ：宋 志勇（南开大学）

评　　论 ：明石 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闭幕致辞 ：三谷 博（迹见学园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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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杰

和明石康老师的评论以及三谷博老师的闭幕致辞。

　　下面介绍一下自由讨论的进行方式。在自由讨论的最后，我想给刚才第一场会

议的报告者每人 3分钟的总结发言机会。也就是说，实际自由讨论时间只有 50分

钟。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自由讨论，我想明确几个原则。发言时请使用母语，自我

介绍可以省略。另外，请先说明是向谁评论或者提问，所有发言请尽量控制在 3-5

分钟以内。还有，考虑到翻译问题，请尽可能缓慢清楚地表达论点。如果可以的

话，请注意发言时间，以便所有小组成员都能进行一次发言。发言申请可以通过问

答窗口（Q&A）提出，若没有问答窗口，也可以通过聊天窗口进行发言。另外，如

果可以使用举手功能的话也推荐大家举手发言。

　　那么，首先请刘杰老师整理论点。

■ 论点整理

　　谢谢南基正老师，也非常感谢今天发表的三位老师，以及为我们做了精彩评论

的三位评论人。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把我听到的三位老师的发表，还有三位评论人

的评论，以及我听后一些印象深刻的部分整理一下，作为大家接下来讨论时的一个

参考。三位老师的发表和三个评论人的评论都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也有一些是

关心比较一致的交集问题，其中，有三点是我印象最深的。第一点是各位老师、各

位发表人和评论员都从各个角度提到的关于主权、行政权与现代化的问题。市川老

师在他的关于日本的 19世纪的防疫过程的论文中比较明确地指出，日本是透过接

受西方的医学知识、发展医学技术来克服主权行政权的问题的，这一点是东亚地区

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与日本通过条约改正，然后实现

独立国家的过程，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接受西方的近代文明，从某些角度来

看，会直接影响到传统的国家的主权和行政权的问题。而在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当

中，这个主权和行政权的地位是相当高的，甚至高于关于接受西方文明文化的论

述。这就让人想起中国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科学与民主”这

两个概念不单单是停留在接受西方的文化文明，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也直接影响

到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与行政权的独立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

观点对于如何来观察东亚地区的近代史，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

考。

　　另外，主权、行政权和现代化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讲，就是国家和个

人的关系。从 19世纪到现在，国家对于感染症的预防和治疗的动机与手法，应该

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刚才余新忠老师的讲演当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殖民地统治的问题。感染症的预防与殖民地的统治之间

有着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殖民地统治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感染症的预防问题，这

个对于被殖民地统治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实施殖民地统治的日本对此采取了哪些政

策？这些对于该地区传染病的预防与医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需要探讨

的问题。总之，这个主权、行政权的独立与现代化的问题，是三位老师都涉及到

的，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传染病与跨越国境的人的移动的问题。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状

况，让我们发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作为大规模疾病传播的一个紧急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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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基正

大川 真

过程，每个国家都封锁了国境，限制了人的移动。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说在走完

了这第一步之后，人们开始尽量促成对信息、知识还有治疗方法的共有，或者是尽

量促成跨越国境的共同的对应。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的共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信息的共有往往跟主权和政治容易牵扯到一起。信息的共有和主权政治，有的

时候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矛盾的问题。那么在历史上，信息的共有对于预防传染病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这对于后来的我们提供了哪些参考的价值？这些也许是

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是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在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的过程当中，私的（个

人）网络和公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家

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在这次疾病的预防过程当中，国家权力在预

防，或者说在防止感染扩大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救助方面或者说

在一旦发生问题之后互相帮助的层面上，更多的是依靠私人的网络。这种国家的网

络和私人的网络之间缺乏了一些必要的连接部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区团体的问

题。在近代史上，区域间的合作，国家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网络等，他们彼此

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如何构成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这

种对立和协调的关系，在疫情当中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该如

何去理解？或者说在这 100 年的过程中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当然，在这些问题上，

中国和日本有着很大的区别。

　　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把今天各位老师的发表归纳成了以上这三点，谢谢大

家。

■ 自由讨论

　　好的，谢谢。刘杰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建议我们围绕防疫过程中的主权、行

政权和近代化问题，传染病与跨越国境的人类的移动的问题，以及预防和治疗传染

病的私人网络和公共网络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没有人申请发言的话，那我们首先

看看大川真老师今天通过聊天窗口发表的评论。大川老师今天的评论应该是与刘杰

老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相关联的。那么有请大川老师。

　　我是中央大学的大川真。我刚才将评论的原稿从聊天窗口发给了会议的各位成

员，但其他与会者看不到，所以请允许我念一下。

　　我想向报告者以及评论老师们提出的问题是：传染病流行与政治批判之间的关

系。

　　 “疫”的意思是由逝者的邪祟引发的疾病。特别是在东亚，自古相信因政治

争斗横死的王公贵族的灵魂会化作邪祟引发传染病，作为传染病对策，需要抚慰化

作邪祟的逝者的亡灵。比如，在日本，以东大寺为代表的镇护佛教、孤魂信仰等发

展至今。吊唁在政治争斗中死去的逝者，可促成对现政权的一定程度的批判和牵

制。我认为这在医学发达的近代早期以后也继续存在。

　　在 19世纪东亚，比如余新忠老师的报告中指出民众将感染与天命进行关联性

认知。从广义上讲，这可被看作是天谴论的变体。

　　面对此次新冠疫情，德国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认为，经济至上主义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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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讨论

南 基正

大久保健晴

南 基正

向 正树

南 基正

平山 升

的全球化与狭隘的本国中心主义加剧了疫情扩散，因此我们有必要建构新的人类

观。此外，现在也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民主和自由主义。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想向各位请教的是，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给各自的

国民带来了（或者没能带来）怎样的政治意识变化。

　　以上就是我的评论。

　　好的，9位小组成员已经发来了评论。刘杰老师总结其内容提出了论点（参照

P48）。如果觉得评论不够充分或有需要强调的部分，请通过聊天窗口申请发言。那

么首先来听一下大久保老师的提问。

　　我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大久保健晴。我有一个与刚才大川老师提出的问题相关的

疑问想请教大家。我要提的是与疫情的扩大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民众的反应相关

的问题。

　　这次共通的主题里有“社会反应”这个词，但我认为三位老师的报告中没有

针对这一点进行明确的议论。

　　对于肉眼不可见的疫病、传染病的恐惧会在民众之间产生各种谣言和假消息，

驱使民众采取极端行为，造成社会的分裂以及歧视的出现，我想就此提问。这种情

况不只是现代，在 19世纪时也发生过。

　　比如，在明治时期的日本，霍乱患者被送去避病院进行隔离。然后相关传言在

民众间散播开来，像是“那些病患在西式医院里被西洋医生活体取肝，然后器官被

卖到海外”一类的流言和假消息被四处散播。然后对于霍乱的恐惧变成了对明治政

府公共卫生行政的反抗，最终发展成为“霍乱暴动”。

　　对于这种由传染病给民众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由此造成的民众的极端行为和社

会分裂，在 19世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各自的脉络中应作何种思考，希望三位老

师不吝赐教。

　　很抱歉现在不能马上给三位报告者回答的机会。现在有很多提问和评论，请各

位报告者记录一下提问和评论，可以的话，请把回答的内容尽量压缩，我们在最后

会给时间进行发言。现在聊天窗口有人提问，请向老师进行发言。

　　我是同志社大学的向正树。我想就欧洲与东亚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19世纪

后半叶是日本、中国和韩国旧的政治体制崩溃、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同时我认为

也是与现在的国家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期。

　　朴老师在报告中虽然没有特别提及，但是我想问在韩国的居留地是否存在被欧

洲，特别是英国主导的情况。我想确认，是否可以将欧洲的医学能力理解为基督教

能在之后的韩国获得支持的一个契机。

　　好的，谢谢，接下来是平山老师。

　　我是神奈川大学的平山升。刘杰老师和大久保老师在评论中提出了“信息”

这个要点，与此相关，我想就东亚通过居留地媒体进行的信息传达是如何运作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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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成敏

南 基正

许 泰玖

个问题进行提问。

　　本次会议的一个指定点评人盐出老师已论证出，19世纪中期以后，在东亚不

同国家的居留地（比如上海和横滨等）的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之间存在相互参

照和互相交涉的情况。比如，盐出老师曾在报告中指出横滨报纸上的内容在上海的

报纸中有所反映。

　　在应对像霍乱那样的跨越国境不断蔓延的传染病时，我认为远隔重洋的其他国

家的居留地的信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如果三位老师有什么可以

分享的，还望多多赐教。

　　好的，谢谢。聊天窗口已经没有人提问了。到目前为止，很多日本老师进行了

发言。也很想听听韩国和中国老师们的发言。首先有请事先发来评论的许泰玖老

师，还有韩成敏老师，如果有想补充的评论，请进行发言。

　　大家好，我是大田大学的韩成敏。三位老师的报告非常有趣，从报告的共同点

来看，比起应对传染病本身，三位老师更关注政治在这一过程中的介入。听报告的

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传染病虽然没有国籍，但人是有国籍的。作为一个对这一部分

不太了解的人，我想提一个初级的问题。在传染病扩散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防

疫主权，还是不管其主导权由谁来行使，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有效防疫？从某种意义

上讲，这可能算不上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提问，但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应该把哪个放到

更中心位置的问题。

　　其次，即使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即使防疫主权由相关国家行使，从近代东

亚的经验来看，因医疗水平差距的问题，实际还是由西方医生主导，或者以韩国为

例，在开港场实际是由日本医生主导了防疫。在这种情况下，不免会产生“所谓防

疫主导权、主权问题不过是国家自尊心问题”的疑问。

　　最后，在听这三篇论文报告时，给我的感觉是在应对传染病问题上，都是以开

港场为中心，或者以相关国家为中心，看起来十分孤立。但是，19世纪的风土病

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因此，我认为国家在应对这些传

染病方面的合作至关重要。从欧洲的情况看，从 1851 年开始多次召开国际卫生会

议，可以看出欧洲人共同应对的努力。当时东亚有没有这样的共同努力呢？至少应

该建立一个关于传染病爆发时的信息网络，我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的问题

好像与平山老师的提问有点相似，以上就是我的提问。

　　好的，谢谢，下面请许泰玖老师进行发言。

　　好的，我是被指名的韩国天主教大学的许泰玖。我提出的评论并不是专业相关

的，不是具体的问题。通过三位老师的论文，我再次感受到，新冠病毒这个大流行

病并没有区分国籍、种族、性别、阶级差异这些历史上由人类所设定的人为区分，

而是从细菌或病毒的角度出发将所有人都视为平等的宿主进行渗透这个事实。据我

了解，该圆桌会议是出于缓和中日韩之间的历史对立和矛盾的意图而组织的，希望

我们的圆桌会议可以像这种新冠病毒一样，成为缓和对立和矛盾的催化剂。

　　今天讲到的很多关于新冠病毒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内容，各位老师应该都有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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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基正

段 瑞聪

南 基正

触。讲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削弱全球化力量的民族主义等问题。在此简单

点评如下：虽然，新冠病毒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是不经意间也为我们打开了新

视野和展现出积极的一面。举一个例子来说，两年前在首尔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虽

然大家是面对面交流，但像现在这样众人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并且全员共同参与对

话的会议似乎并不多见。这次通过使用网络研讨会这个平台，众多不同国籍的老师

们共享着一个主题，虽不是刻意而为，但是我认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想听听各

位老师对此有何看法。

　　好的，谢谢。我想再听一位老师的评论，然后结合目前所提出的论点听听大家

的意见。请庆应义塾大学的段瑞聪老师发表一下意见，拜托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盛会。我用中文

讲，刚听了三位老师的报告和其他老师的建议，我觉得都非常好。我不是专门研究

医疗卫生的，但是刚才京都大学盐出老师讲到殖民地的防疫问题。正好我两年前跟

我原来的一位同事，现在在东京大学的石原あえか教授等人一起写了一本关于台湾

卫生学之父高木友枝的书（『高木友枝――台湾衛生学の父』学校法人北里研究所、

2018年）。高木就是刚才市川老师说到的北里柴三郎的弟子。今天三位老师讲到朝鲜、

日本和中国，又涉及到了台湾，我正好去年在庆应大学的杂志《三田评论》(2020 年

11月号)上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我把链接放在会议网站上跟各位分享一下(https://

www.mita-hyoron.keio.ac.jp/features/2020/11-3.html)。当然，我还是要说我并不

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日本在 1895 年

通过《马关条约》占领了台湾，当时台湾民众开始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当时日

本军队的牺牲，不是因为台湾人的反对，而是因为传染病也就是鼠疫死了很多人。

事实上后来到 1919 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彻底消灭了鼠疫。还有就是疟疾，

这在 1945 年以前都没有彻底被解决，一直持续到 1965 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内容当然不是特别学术，杂志是北里研究所发行的，那里面

有详细注释。

　　另外，我想向三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19世纪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各个

国家的领导层、皇室是怎么被保护的？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了普通民众，因为我有

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上面有写宫内厅是怎么保护皇室的，我想了解在中国或者在朝

鲜，当时皇室是怎么被保护的。我的发言就到这里，不再多占用时间了，谢谢大

家！

　　好的，谢谢。先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的评论。很多老师追加发表了评

论，还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现在谈论的传染病发生在 19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

国直面近代化的时期。近代化是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运动，对于这个超越民族国家

而存在的没能被国境所区分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认识的呢。在我看来，颇具

讽刺意味的是，正如防疫主权问题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是在国家层面自寻苦恼的，

这在发言和评论中都有提及，这也向我们提出了在现在对这个问题应该作何解释的

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多发表观点，如果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中有反证的

话，或者像刚才韩成敏老师所提到的是否存在过共同应对的努力等，有了解的话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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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 汉珉

南 基正

市川智生

迎提出来。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在现实中看清这个问题，以便描绘出未来图

景会很有帮助。例如，有人从媒体方面提出当时如何进行沟通交流的问题，我也想

确认一下当时是否存在过相关的跨越国境的努力。

　　接下来，我想请报告者对目前为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首先，请朴汉珉老

师发言，谢谢。

　　各位老师就 19世纪霍乱传染病的流行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很难总结到

一起，我也很难对全部问题作出回答，我先回应几个能马上做出回答的问题，对于

其他问题，在听过其他老师发言之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再回应大家。

　　大久保老师和向老师的提问与瘟疫流行对民众的影响，以及这是否与支持基

督教有所关联有关，也就是关于民众应对的问题。从传统上看，朝鲜在霍乱、天

花、伤寒等瘟疫流行时的应对措施基本上是先通过隔离医院（避病院）对病人进行

隔离，再从国家层面分发药物或进行祭祀。这种局面在开港场建成后，随着西方医

生以及日本医生的进驻，开港场附近的朝鲜百姓体验过近代医疗相关事物后发生了

转变。虽然有些人因为药物有效而主动去医院取药，但也存在因为日本做肝脏等脏

器买卖的传闻而引起的强烈抵抗。西方人绑架年幼的儿童，买卖眼睛或脏器，或用

作药物的传闻在 1888 年的朝鲜也广为流传。对近代医术的反感都是以这种方式表

现出来的，我记得这不仅是在日本，在朝鲜和清朝也有同样的情况。虽然有接受的

部分，也有带着反感去应对的部分，但是整体上来说，近代医疗技术比传统方式好

很多，所以就存在被接受的情况。当时有很多西方医生进来，例如：艾伦（Horace 

N.Allen）、阿维森（Oliver R.Avison）等，国王高宗等人通过这些人接受了西方医

术并且积极引进。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是韩成敏老师提出的，关于东亚内部有没有建立信息网络的问题。从某

种角度看，这也许是今天讨论的主题，但是我不知道中日韩是否聚在一起召开过类

似于欧洲方式的应对传染病的国际会议。基本上开港场内都会召开“居留地会议”

或“租界地会议”一类的会议，朝鲜方面称之为“绅董公社”。英国、美国等各国

外交官和朝鲜方面的官员聚在一起，就居留地的运营进行讨论。当然，很难将其视

为国际层面的会议，与其说是以欧洲方式召开的国际检疫会议，还不如说是朝鲜海

关为了运营，以海关为中心，召开的收集相关情报以及清朝运营事例和日本运营事

例的会议。当然像海关这样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也是今天的报告中没有

涉及到的部分，但是我想这一部分也应该考虑一下，就先简单说这些。

　　

　　好的，谢谢。接下来请市川老师发言。

　　我是冲绳国际大学的市川智生。我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盐出老师提出的问题，确实曾经存在过居留地中国人相关的问题。

这是个非常庞大的主题，我也曾在论文中写过。

　　正如盐出老师所指出的，不论是在长崎，还是横滨、神户，当时旅居日本约半

数的外国人是华人居民。以来自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的居民居多。

　　在此基础上，在本地层面关于外交交涉这一点，即关于领事层面的关系上，一

句话总结，主要是受到了清国理事官（领事）上任太晚的影响。签订《中日修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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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基正

余 新忠

规》是在 1871 年，但领事就任却是在 70年代末。

　　到了 70年代末，日本的地方行政与欧美领事在外交上确立了某种程度的关系。

此时，留给清国领事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了。

　　在此种情势下，如果要去看有关霍乱对策的状况等，我们会发现，比如，将横

滨的防疫会议的结果传达给清国领事时，领事方拒绝接受等一类的事例。

　　那么，居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居民和居留地的欧美居

民，都明确认为霍乱的根源肯定是在中国。就是说，人们认为“霍乱源自中国大

陆”，所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居留地的华人居民。

　　但有趣的是，在日本的居留地，中国人里几乎没有出现霍乱感染者。这是一个

历史谜团，对此很多人在做调查。比如，就我看到的英国领事的调查记录，有报告

认为“喝开水的习惯以及洗手的习惯是重要原因”。我能回答的就是这些。关于其

他殖民地的问题其他老师已经回答了，我就不再赘述。

　　下一个是平山老师提出的关于媒体、信息网络的问题。我也拜读了盐出老师的

论文，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居留地的英文报纸中确实刊登了很多与上海、香港

的传染病相关的信息。虽然有“在哪里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这一类的信息，但

给我的印象是这些信息的发布是零星的，很难说是已经形成了信息网络。主要集中

在 1870 年代到 1880 年代。

　　与此相对，我认为做到掌握信息的其实应该是英国领事的网络。关于日本国内

的传染病状况，在某些时期，英国领事掌握的信息比日本国内还要详细。当然，包

括上海、台湾等各个地区，英国的领事随时互通信息，其中一部分也曾提供给报纸

等媒体。我认为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形式进行信息共享。我今天的报告中，有相当一

部分的信息是来自于英国的领事报告以及各领事之间的信息互动。

　　第三点，关于韩成敏老师提出的“对于传染病有没有共同行动”的问题，自

1870 年代末期，日本向欧洲的国际卫生会议派出了代表团，以此试图追上检疫标

准。然后进入 20世纪以后，日本试图创建自己的国际框架。

　　有老师在聊天窗口也写道，1910 年代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时，日本曾试

图主导在奉天召开的“国际鼠疫会议”的进行。其背后的事实是当时日本在细菌

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项举措之后，日本不断发展成为在国际联盟的卫生机构

中深具影响力的国家。也就是说，日本主导创建了不同于欧洲的传染病共同战线，

而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举措。所以，20世纪前半叶的传染病对策给我的印象是，它

不只是单纯的对抗疾病，而是采取与外交上、或者是政治上的动机联动的形式进行

推进的。我的回应就到这里。

　　好的，谢谢。接下来请余新忠老师发言。

　　非常感谢刚才三位老师，金老师、秦老师和盐出老师精彩的评论，也非常感谢刚

才第二阶段提出各种有意义问题的老师们，你们的评论和问题都给我很多启发，促进

我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我能够体会到的，我可以从我个人的角度做

一些回答，另外有一些问题可能还正在思考中，或者超出了我能力范围，我有可能会

有所忽略。如果我回答的不够周全，或者存在问题，请大家给予批评或指正。

　　我想首先从三个评论人的问题谈起。首先是金贤善老师的问题，非常感谢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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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很认真地读了我的文章，也包括此前我的书，金老师提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有意

思的，我这里结合自己的感受跟您做一个交流，希望您继续给予批评和指正。关于

民间和官府之间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以及公权力和个人权

利，这些关系的问题，您讲到您认为这里面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矛盾当然会有，

不过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传统时期和近代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在报告中讲

到国家力量、社会力量的时候，实际上，最主要是从传统时期的一个防疫举措出发

的，基本上更多的是一种慈善性的救疗，而这个慈善性的救疗，可以是国家来展

开，也可以是社会来展开，这两者之间从这个目标来讲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传统时

期，慈善性的防疫工作，是国家可以做的事情，但这不是国家在法律上必须要负的

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在近代以来不是这样，近代以

来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权成了国家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所以公权力介入防疫，维护民

众健康成了国家的责任，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国家的公权力自然就有了扩张的理由

和必要性。这样一来，所谓的国家防疫就带有一种非常强制性的力量，而这种强制

性的力量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如果我生病了但想逃，那就有可能会被抓起来，甚

至会判处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刑，但是在过去，你想跑是没有人强制你不让跑的。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和个人的权利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之间甚至可

以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实际上在防疫的过程中，这往往表现为人道和防控之

间的紧张，这在现代社会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但在传统时期，因为传统的防疫是以

慈善性救疗为主，所以这种张力，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

　　后面我想结合这个问题，也就是金老师刚才谈到的第三个问题——自由和权利

的问题，谈点感受。现代公共卫生机制源起于西方，但今天反倒在我们东亚，特别

是中国社会似乎运作得更好，防疫的效果更为显著，何以如此？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思考的。当然我想我们中国这次防疫的成绩肯定是要加以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似乎也不宜仅仅从疫病控制效果这一点出发盲目乐观，我们前面一再谈到，防

疫中人道和防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个人权利的保障，无论在什么社会，无疑

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防疫来说，如果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就可能对疫病的整

体防控带来影响。在传统东亚世界，个人权利的意识是比较弱的，在中国，有些大

家觉得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能西方人就会认为是对他个人权利的一种侵害，强

调个人权利，对于防疫来说，显然是一把双刃剑。从西方来说，过于强调个人的权

利是不是也会造成严重的比较大的社会的成本，特别是遇到疫情，它可能带来的社

会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对中国，对东方来讲，如果说我们个人权利意识

相对淡薄往往有利于防疫的开展，那么这是不是也存在某种限度呢？如果公权力借

防疫之机，合理合法地侵蚀个人的权利，甚至不断扩展其他权力而缺乏制约，那是

不是也有警醒反思的必要呢？当然，这个两者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好或不好，但是

在当前这个形势下，关注和明确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我

觉得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简单地笑话西方人，而是要更多反省我们自己做

得不够好的地方，这是我想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关于在传统和近代的过程中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力量，以及中国自身

自强的精神和内在的动力的问题。我在中国研究卫生问题的时候，就感觉到其实从

个人的反应，很多卫生的一些习惯来讲，在中国，或者在东亚世界，很多现代的做

法，传统时期其实也是有的。但是这种作为一种由国家公权力来介入推动，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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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防疫机制，其实是西方引进传过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用一种

制度化把很多零散的或者片段的经验结合到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在做

这些工作的时候，它原有的这些传统的力量，是会发生作用的。如何理解中国社会

自强精神呢？实际上这也涉及到刚才盐出老师提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社会为什么要

急切地引入这样一些东西？是不是没有仔细地去思考就认为这是一种文明，这是一

种进步，这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有利于我们现代化的手段呢？实际上这种防疫过

程中强制举措，无论在西方和中国，或者在日本，都会引起人们的抵抗，对个人权

利的侵害不产生抵抗就不可能，但是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的情境中，往往会把这种抵

抗当作一种落后，当成一种要改进的国民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之下，我觉得

可能需要我们去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这样？个中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很多精英人士感

受到了自己国家的贫弱和被欺辱，中国要摆脱这种屈辱，就需要发愤图强，需要学

习西方，哪怕遭受一些压迫和限制，也是必须的，对于国家强大来讲是必须的。这

可能就是中国人对于国家重新强大的一个迫切的愿望，或者他一个内生的动力。所

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出中国自身自强的精神，这个是关于金老师的这

个问题。

　　关于第二个盐出老师说的有关主权、行政权的问题。维护主权是最早促进中国

社会积极引入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开展防疫工作非常重要的动力。比如说在 1910

到 1911 东北鼠疫期间，中国非常主动地开展了以比较现代的方式开展卫生防疫工

作，有很大的程度是担心主权遭受侵蚀。当时主导这个工作的不是民政部，是外务

省，明显反映出当时防疫更多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害怕因为这个事情，俄国人、

日本人会侵蚀中国的主权。而这样一种特色，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近代卫生防疫机制

引进及其性格，这个在我的报告里面已经谈到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盐出

老师讲到瘟疫才是舶来品，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但是我的想法是近代公共卫生机

制，其具体的内容、具体的行为可能是原生就有的，但是作为一种总体的社会应对

的机制，或者是政治的制度，显然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当时明治维新政府第一任的

卫生局局长长与专斋，他曾经带领代表团去英国、美国、德国访问，他到了英国之

后，就感受到所谓的公共卫生等事物是当时东洋世界没有的。刚才朴老师也谈到

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事物是西方社会才有的，当然在西方社会也不是原来就有，

也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所以公共卫生机制，总体来讲完全可以说它是一个舶来

品。而从瘟疫而言，比如说霍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是从南亚过来的，那鼠疫到底

是从哪来的，对此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争议。此外，天花早就在大陆出现了，但中国

人也认为是从南洋过来的，大约是公元 4-5 世纪左右就已经传到了中国。所以我们

说霍乱是基于西方的国际贸易模式，将南亚的霍乱推向了全球，形成全球性的大流

行，那当然可以说霍乱是一种舶来品。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和传染病是共生的，

所以瘟疫或者说传染病，从总体来说，它不是一个舶来品，它其实是在任何一个地

方，任何一个民族，都一直存在的。同时我想我们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反省西方的近

代公共卫生机制，同时也同样要肯定这样一套机制对于人类应对传染病是非常有作

用的。但是到了今天，对于这个作用我们似乎还应做进一步的思考，实际上我们今

天应对传染病的机制，往往将传染病当作一种意欲加以征服的敌人，因为科技的发

达造成了一种征服的欲望，使得人类和传染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和平共生，而是

一种征服关系。所以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下，可能会给我们人类的未来带来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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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了解的致病微生物只是地球上存在的致病微生物的亿

分之一，我们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去真正地战胜这个传染病，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套

卫生防疫机制模式以及有关人与瘟疫的关系的认识，都有重新思考的空间。我的发

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不知不觉到了听三位报告者最后回答的时间。还有 5分钟就要结

束自由讨论，很抱歉没能给更多人发言的机会。目前通过聊天窗口收到了很多评论

和提问，大家可以予以参考，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后，如果有人还有想

法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可以讲出来。

　　刚刚盐出老师提问，中间青山老师也通过聊天窗口进行了评论，是关于清朝理

事官与朝鲜海关税务司关系的问题。正如青山老师在聊天窗口所说的那样，这是一

个近代的机构，朝鲜方面也从未正常运营过，因此基本上都是受清朝总税务司罗伯

特·哈特（Robert Hart）指示派遣的税务司。但是，朝鲜方面也由相当于外务省的

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物衙门）所监督的朝鲜海关总税务司派遣税务司驻守在各

开港场。清朝在朝鲜开港场也设有相当于领事的理事官，由于理事官与朝鲜海关税

务司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所以无法直接下达指示。基本上税务司会签订接受朝

鲜外衙门指示和监督的合同，在海关运营过程中很多事例都显示并不能断定其从清

国单方面接受命令执行指示事项。取缔清朝商人走私红参的行为就是代表性的例

子。在开港场发生霍乱等传染病时，正如本次报告内容中所显示的那样，海关税务

司、朝鲜开港场监理、日本领事、清朝理事官等就如何实施检疫进行了协商，从这

一点来看，很难判断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在开港场检疫过程中贯彻了其影响力。关

于开港场检疫，有必要挖掘更多样的运营事例，对其中共享信息及应对措施等各个

侧面进行观察。由于时间关系，此次报告只是限定性地处理了进出于开港场内日本

人居留地的人员的检疫问题。从 1887 年起，虽然是临时性的 ,但朝鲜海关也制定

检疫规则，并开始施行。我认为从东亚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就当时朝鲜海关对清朝

海关或日本海关等运营的检疫规定的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以及是否存在相互影响

的部分等问题进行讨论。这不是研究者一个人所能承担的问题，今后需要通过中日

韩研究者的共同研究来解决。

　　朴汉珉老师的网络状况不是太好，声音好像没能传过来。希望以后能以书面的

方式进行分享。目前时间非常紧迫。请南开大学的孙卫国老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刚才余老师讲到，我们中国在对于疫情的防控上，国家的力量是个很重要的原

因。但是其实跟韩国和日本一样，我们东亚三国普遍比西方要好，所以这里面会不

会跟儒家思想会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疫情和全球化时代的。余老师

提到的那本《瘟疫与人》书里说在公元元年的时候，全球就形成了四个疾病。那么

现在疫情一爆发几乎就变成全球化的疾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流感，后来又有

禽流感、艾滋病、非典等等，以及现在的新冠，都是世界性的传染病。原来地域性

的传染病很快就变成了全球性的，那么各个国家间应该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种

疾病，如何加强合作？这实际上是大家需要讨论的，因为从这次新冠的应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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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的合作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好的，谢谢。我没有时间及能力做总结发言，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面拜托

宋志勇老师做一下总结。

■ 总结

　　发表者、评论者以及参加本次网络会议的一般参加者，大家好！首先，感谢会

议组织者安排我来做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其实我对传染病完全没有研究，实际上

没有资格对刚才中日韩三国的一流学者的精彩报告进行评论和总结。在这里只是简

单的谈一谈，我听了大家的发表和讨论以后的感想和体会，我想谈三点。

　　首先是想对主题的设定给予高度的评价，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自 2016 年以来已

经举办了四届日中韩三国国史对话的圆桌会议。但是在网上举行还是第一次，我想

它会载入关口全球研究会的史册。这次会议很有意义，从会议主题设定上表现出了

与时俱进，关注社会需求，体现了会议组织者和历史研究者的责任感。本来根据原

来的计划，本年度的研讨的主题应该是“20世纪东亚的战争”，而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的扩散已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存的时候，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所以召

开这场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为主题的会议，探讨传染病的

发生与流行对中日韩三国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会的应对对策，总结东亚三国过去防

疫的经验教训，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社会意义，体现了我们的责任担当，我们把学术

研究和社会需求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的会议成果希望能对今天疫情的应对起到参

考作用。此外我还非常吃惊，上一次在去年马尼拉会议上，朴汉珉教授和北京大学

的郭教授就提到了东亚的鼠疫问题，而且更令人吃惊的还有三谷博教授在最后的总

结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东亚的传染病问题，三谷教授是这样说的：“这次讨论中特别

强调了传染病问题，这是个跨越国界传播的问题，还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大流行

病，有人建议是否也可以研究一下各国为防止蔓延的应对措施，我认为这点非常重

要。”这次会议让我不禁想起，三谷教授是怎样有如此远见的。

　　第二点，三位教授的论文发表都非常精彩，围绕“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

和社会对策”这一主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韩国朴教授的“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

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市川教授的“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

以及中国的余新忠教授“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三个报告都各有特点，

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东亚三国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的措施。而余新忠教授提出来的，从

传统到近代随着公共卫生观念和制度的日渐引进，中国社会应对疫情的重点也开始

从相对消极的避疫治疗转向积极的主动的防疫，我想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中国，日

本、韩国也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经历。

　　第三点，东亚三国在应对传染病方面遭遇了一个极为重大重要的共通的问题，

那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的疫情防治与主权国家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已经从 19世

纪走到了 21世纪，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以新的形式存在，我们从

三位的发表中已经看到了，19世纪东亚复杂的主权以及行政权的关系影响到了传

染病的防治，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疫情防治依然是在主权国家的领导下进行的。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WHO）具有指导和协调各国防疫的职能，但是它不具有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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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效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而各国的政治体制对疫情的防治影响很大，涉及到

人的生命、人权、自由、平等等重大的问题，求其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

是，我们必须努力去做。三位教授精彩的论文发表，加上刚才讨论者的热烈的讨

论，以及刘杰教授非常严谨的论点的整理，我想我们这次国史对话会议的宗旨和目

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会议已经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最后谢谢会议主办方和参加者付

出的巨大努力，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下面请明石老师进行评论。

　　我可能给不出专业的评论。今天，会议围绕着近代日中韩三个国家对于像我们

三国现在正在共同面临着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的传染病问题的各种应对，报告了非

常有益的见解，并进行了活跃的评论。

　　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控制一下不说太多。本次会议提醒我们今后在思考这些问

题时，万万不可忽视全球视野。

　　在今天的报告中，也有几位学者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对于新型冠状病

毒这个共同的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文化的思考方式可以提供不同

的视野，而试图将这些不同的东西简化归纳的思考方式以及单边主义式的思考方式

是不可取的，我觉得从多边的、全球化视角来探索解决对策格外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我强烈感受到，摒弃由美国的特朗普所代表的极度偏颇的沙文

主义式思维，以彼此共通的方式去解决共同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武汉地区出现，中国的作家方方出版了《武汉日记》，

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她很直接地指出在武汉出现冠状病毒时中国犯下的错误。但

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约 1年后，有人指出看上去其实欧美犯的错误更多。

因此，我们在立足于各自做法的特征的同时，更要去思考可以从别国学到什么，我

认为这样对于今后对抗新冠病毒会有更加积极的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做法，虽说在最初有非常强烈的秘密主义和权威主义的

面向，但现在看来，反倒是欧美正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像是走进了迷途一般。从东

亚的视角来看，不只是中国式的做法，韩国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方面，感染者和死

者人数都很少这点也十分显著。日本在防疫方面有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征目前还不明

朗。日本在最初阶段试图采取日本式的做法，看上去似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但现在看来，我认为日本的做法太过妥协，只能说没能呈现出什么成果便是日本防

疫的特征。

　　因此，面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追溯历史，向过去学习。同

时新型冠状病毒接下来也会持续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定程度上冲破各

自国家视角的局限，更积极地向别处学习，从而在此基础上找出一个有效的、全球

化的解决方案。我可能有些乐观主义，但一旦陷入悲观思维，就会难以抽身，所以

需要一边向未来寻求希望，一边朝着更有效的方向不断调整我们的做法，在这个层

面上，对彼此的视角进行比较分析，我认为这样的问题意识对未来以及地球非常重

要。

　　好的，谢谢。下面请三谷老师做闭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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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幕致辞

　　今天虽然是线上形式，但会议取得的意义分量未减，我感到非常高兴。宋志勇

老师的总结和明石老师的评议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了，但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大流行病同时引起了“全球化问题”和“国境隔断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个问题颇有意思。

　　现在，各国正在推进的是这两个问题中“隔断”那一方。具体来说，就是封

锁国境，在境内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这些都是疏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举措。但是，

要克服这次的大流行病，仅靠隔断是不够的。

　　对于社会而言人类获得免疫是最重要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以来都是

通过大量死亡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体质弱的人全部死去，活下来的

人获得免疫。在这次的疫情中，有的国家接近上述情况，有的国家则不是。不过，

为了避免最糟糕的状况发生，疫苗不可或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开发疫苗并向全

人类普及的话，就一定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现在这样的封闭式思维是无法解

决问题的。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这次提出这个主题的原因。

　　长久以来，日常的贸易已经在进行着超越国家和跨越国境的合作，但这同时也

伴随着感染传染病的风险。在美国，从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对这个领域的重要研

究。

　　威廉·麦克尼尔曾写下了《瘟疫与人》这本著名的著作，我在十几年前读到时

认为它是非常出色的研究。但是，在日本国内，当时我说“有这样的研究是非常重

要的”，却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而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已经迫使全世界的人们、学者们不得不去理解这个研究

的重要性了。今天参会的来自韩国的金贤善老师，之前曾在上海举办的会议中提到

过这个问题，并在之后向《谐振的东亚史（響き合う東アジア史）》（东京大学出版

会）这本日中韩三国历史论文集提交了非常出色的论文。这次也在会上给出了很有

见地的评议，对此我非常高兴。

　　话题回到讨论环节，这次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比起传染病的问题，大家更关心

传染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有很多人强调国家的作用。但也有人指出国家以

外的私人网络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更加让人在意的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国家或者公共机构（包

括 WHO）在呼吁“不这么做的话你们就会死”的时候，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不予理

睬。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国家都做不到通过国家来说服民众。但是，在

尊重民众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中，也存在台湾那样在应对上非常成功的案例。还有

2020 年春季时的日本，国家只是单纯地拜托，但国民依然自发地进行配合。但是，

半年多以后的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这样的变化和不同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认为

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医学学者的工作，也是社会科学者和历史学家的任务。

只是看到结果后说这边做得好，那边做得不好，这不是身为学者的人该做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以 19世纪为例，可以参考这次

会议上提及的开港地问题。会上询问了上海、仁川以及神户等开港地之间存在着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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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合作关系这个问题。对此，得出了合作不够这个答案。但是，现今世界的各个

国家有笑话他们的权利吗？我认为对于国与国之间合作的不充分必须要进行深刻反

思。

　　同时，我认为召开今天这样的会议本身，可以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或者民众

与民众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国史对话”

会议的初衷便是以“如何克服东亚被国境严重隔断的状况”为主题的。本次会议

报告虽然按照国别进行，但却指出其中存在跨越国境的现象。甚至有讨论说存在部

分的超越国家的合作，今后需要对其进行推进。这些正是因为三国的历史研究者遇

见彼此，才成为了可能。虽然线上的形式存在一定的局限，但这是非常重要的，而

且我们实际上也去做了。

　　直到现在，传染病史在世界史中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弱势领域。我是研究政治

史的，如果我现在才二三十岁的话，我一定会把自己的研究题目换到包括传染病在

内的环境史领域来。

　　传染病以及传染病研究有一个优势，就是会迫使你使用全球化思维去思考问

题。研究人类的历史，就不得不去思考与微生物以及动物等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

甚至这样的研究必须去思考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希望全世界

的历史学能够发生重大变化。明确地说，我已经对政治史感到非常厌倦了。虽然非

常厌倦，却又不能放弃。最近发生的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被认为是正统民主主

义的美国，发生了昨天那样的事（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暴乱）。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这使得我不得不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由人文学科中的后现代主义所引

发的负面影响进行思考。

　　一言以蔽之，国家以及公共问题等都被置换成了揭露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一直

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对于公共问题，本来就有必要逐一进行认真思考，且这个必要

性越来越重要。但是，说起作为公共问题应该思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应

该是环境问题，其中的一部分是传染病问题。

　　在解决历史学的这个问题上，如果本次会议能成为一个出发点的话，那我将没

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我希望这次的大流行病可以成为一个“转祸为福”的机会。

　　我所说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原本要说的内容，对此我深感抱歉。最后请让我代

表各位成员表达一下感谢。

　　首先，必须要感谢负责翻译和同声传译的各位。就像我刚才那样，会议中有很

多超出预期的发言。对这部分发言各位也认真翻译，真的非常感谢。同往常一样，

最初的感谢献给各位翻译人员。

　　其次，向提供本次机会及资金的渥美财团表示感谢。特别是今西淳子常务理事

和新加入的三宅绫女士。我昨天听了她们的筹备会议，对她们的准备工作惊叹不

已。筹备工作的内容细致琐碎，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每次参加大规模的会议时，我

都会想这个机构的工作不容易。但采用线上形式后筹备工作竟会变得如此复杂，直

到昨天我才意识到。我想向促成本次会议成功举办的渥美财团表达由衷的感谢。还

有，如果没有渥美财团的历届奖学生（昵称为浣熊），这样的会议也是不可能实现

的。真的非常感谢。我虽是协调人之一，同时作为一名与会者，听取了大家的报告

和讨论，从中学到了很多。作为听众代表，我想向各位报告人和讨论者，以及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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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讨论

南 基正

提到的所有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我会好好利用这次宝贵的机会，跟通过本次

线上会议见到的各位建立联系，之后我会单独联系各位，将研究上的联络持续下

去。

　　讲话有点长，再次感谢大家。

　　好的，谢谢。我在主持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大脑容量的局限。非常抱歉没

能给更多的人发言机会。如何将已经适应了接触时代的大脑调试到非接触时代模式

是我今后面临的课题。今天真切体会到了一边看着两个画面和聊天窗口一边进行主

持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局限也是留给我的课题。我们的聚会不是要在这里解决所

有问题，而是要我们带着问题去讨论，并且绘制出和谁在一起对话的“地图”，希

望各位能从中找到意义。非常感谢大家集中精力坚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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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 健晴　庆应义塾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 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我主要从日本和荷兰的关系研究东洋政治思想史和比较政治思想。所以，请允

许我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些问题。

(1) 关于主权的权力和公共卫生 

　　在这次的新冠灾祸中，因疫情蔓延，有几位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其中一本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正如卡罗金兹堡等人的图像研究表明的

那样，在作者霍布斯的指示下，画家亚伯拉罕·博斯绘在《利维坦》中有名的扉页

上，描绘了一小幅负责防疫瘟疫鼠疫的两位医生的身影。17世纪，从英格兰开始，

欧洲常遭受鼠疫感染和扩散。尤其是霍布斯进入牛津大学的 1603 年，那年鼠疫开

始大流行。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里说的，随着人们对瘟疫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

惧，主权的权力增强了其存在感，其存在的意义变得尤为突出。

　　这和现代社会，政府及国家权力部门以公共卫生的名义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封

锁或限制人们行动自由是一样的。

　　公共卫生和主权权力行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疫情蔓延也是思考何为主权权

力的重要契机。

　　尤其是这 3个报告以霍乱流行为主题，考察了 19世纪后半叶，也是东亚近代

国家的形成期的问题。可以说，在东亚，应对疫情蔓延的公共卫生的确立和作为近

代国家的主权权力的形成也是密不可分的。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关注，下面对每个报

告逐一提问。

【对朴汉珉老师报告的提问】

　　朴老师在报告中讨论了 19 世纪 80 年代末朝鲜的三个开港场，与实践霍乱预

防检疫的日本领事之间就行政权的主导权的争夺和协调问题。在讲稿的第 8页，特

别提到了为防止釜山港居留地传染病流行，日本官员凌驾于朝鲜人民之上进行监督

和控制，这被认为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行为。因此，我想问的是，在当时的

朝鲜，“主权”观念的形成和对它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

　　19世纪后期，朝鲜外交被称为“属国自主”，是在原先的东亚国际秩序中与清

朝时期中国的事大主义基础上展开的。实际上，在今天朴老师的报告中，作为外国

登场的主要是清朝时期的中国。那么，围绕开港场预防霍乱的行政权与日本对峙的

时候，当时朝鲜政府作为独立的近代国家，在主权权力的基础上是想实现多大程度

的公共卫生的呢？还是说存在于其中的应该是，与朝鲜固守事大主义的清朝中国，

和想通过条约外交在东亚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日本，这两者之间的外交上的拔河呢？

希望您能解答这个问题。

【对市川智生老师报告的提问】 

　　对市川老师的报告，感想和评论多于提问。如果市川老师听完这个评论，希望

能告诉我您是怎么想的。

　　我对市川老师报告感兴趣的是，他指出在日本的开港场，当初居住在居留地的

预
交
评
论



© 2021 SGRA	 49

S
G

R
A

 　
　

r
E

P
O

R
T

  

no. 
94

	 预交评论

西方列强建立了卫生会议等自治组织来应对，但北里柴三郎等人在德国跟柯霍学习

欧洲尖端细菌学并把研究带回了日本，日方由此在公共卫生行政工作中实现了一元

化的统治。

　　我的研究对象是，幕末明治时期明治政府的土木技术政策、土木工程，特别是

河流和水利工程，在这些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有如下想法。

　　19世纪后半叶的东亚，上海、大连、胶州湾、广东、香港等欧洲各国的租借

地，发展成为了西方列强“非正式帝国”的中转站。通过可靠的人才录用系统，

从本国派遣殖民地官僚精英到那里。但是，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日本并没有成为

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明治政府必须自行引进欧洲各国的军事土木

技术、国际港口的筑港、国内交通的整备等。于是，明治政府招聘的负责人，就

是雇佣外国人。他们当中，有在全球殖民地间往来的、经验丰富的“帝国工程师”

和优秀学者。另外，其中也有很多人对日本的学问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

献。不过总的来说，离开自己的国家受雇于远东国家的这群人，并不是欧洲超一流

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因此，到了明治 10年左右，反而是明治政府派人到欧洲并在

那里留学几年，掌握了西方最先进的学问技术的人员，他们的技能会更胜一筹。其

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里柴三郎。

　　如此看来，可以说明治日本向西方各国派遣的很多留学生，通过学习西方先进

的法学、医学、科学技术、统治论知识，使得与在日本居留地的西方人之间的行政

权争夺中占据优势，确立了主权权力。也就是说，近代日本通过留学生积极接受西

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利用其地理偏差，与西方列强在东亚的势力进行对峙，维持

了其作为主权权力的独立。

　　对这个的解释，市川老师怎么想呢？

【对余新忠老师报告的提问】 

　　余老师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国公共卫生观念的发展和卫

生防疫系统的变革。余老师在研究中指出清朝前期的传统卫生观念与清末近代卫生

观念存在连续和不连续的关系。众所周知，“卫生”一词来源于《庄子》，是幕末

期兰学者长与专斋在近代意义上将其重读，并作为翻译词固定下来的词汇。

　　但我想问的是“公共卫生”中“公共”的观念。公共卫生的英文是 Public 

Health，但在 19世纪后半叶，清末的卫生行政中，怎么考虑“公共” public，以

及它的范围呢？

　　之前说过，公共卫生行政与主权权力的观念密不可分。要了解公共卫生系统的

“近代发展”，就要了解在清朝末期到底政治的主权权力具体涉及多大范围，包括西

藏和蒙古在内的本国国民具体是哪些人？这个问题也与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形成有

很紧密的关系。关于这点，我希望能听听余老师的见解。

(2) 公共卫生和民众的反应 

　　第二个论点是，对政府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实施公共卫生行政，民众有什么反

应？例如，在明治时期的日本，霍乱患者被隔离到避病院。对此一时间流言四起：

“患者们在西洋医院被那里的洋医生活生生取出肝脏，其内脏器官被卖到海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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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霍乱的恐惧与明治政府的公共行政和对西方人的敌视关联在一起，爆发了霍

乱起义。

　　像这样，对无形的疫病传染病的恐惧产生了各种谣言和假新闻，它驱使民众走

向极端，在人们之间形成分裂和歧视。这在现代社会中也很常见。

　　这次的共同主题中有“社会对策”一词，但我想三位报告者都没有明确在报告

中提及这个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各位报告者能再谈谈19世纪朝鲜、日本、中

国各自的传染病流行和防疫对策，民众中的反应，以及政府和学者对此做出的应对。

向　正树　同志社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三位老师的报告均描绘出了各国之间通过超越国家和地域屏障的合作共同对抗

霍乱的样貌，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性发掘。但另一方面，霍乱的威胁也强

化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区隔，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一样，存

在众多超越国家的合作关系（欧盟圈中接收医疗系统崩溃国家的患者）的同时，也

在各个层面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比如在欧美发生的歧视亚裔现象等）。

　　19世纪末正是中日韩三国形成延续至今的民族意识的时期。关于日本、中国、韩

国的民族意识的形成与霍乱流行之间相关性的可能性，我想请问各位老师有何见解？

　　比如在日本，我认为大家间接看出了霍乱的流行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相关性。日

本明治时期，以原福冈警察署长汤地丈雄和西洋画画家矢田一啸为中心推进了在博

多设立“元寇纪念碑”的计划，并最终于 20世纪初完成。汤地等人活动的目的之

一，是试图通过唤醒人们对过去所谓“蒙古袭来”的历史记忆，提高对外国的危机

意识，从而强化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汤地脑中所想的是当时持续建设先进海军的清

国。在此过程中，1886年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长崎事件（在长崎上岸的清国水兵

与当地警察之间发生的事件），二是博多爆发霍乱。作为福冈警察署长，汤地负责

应对霍乱，看到很多人因感染霍乱而倒下，他想起了以前博多被“蒙古袭来”时的

情形，决心开展“元寇纪念碑”运动。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有汤地那样的感受，

很多日本人对“元寇纪念碑”运动态度冷淡。矢田很是赞同汤地的想法，他画的油

画《蒙古袭来绘图》被有效利用，在全国范围持续行脚募捐，最终于 1904 年建成

了“元寇纪念碑”。通过此运动，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被激发、加强。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1）传染病＝一个必须超越“国史”的主题

　　传染病给人类带来了众多困扰，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竟如此有趣。我之所以

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三位老师的报告呈现出了以近代国家（此处为日本、中国

和韩国（朝鲜）三国）为框架的理解所无法展现的历史样貌。



© 2021 SGRA	 51

S
G

R
A

 　
　

r
E

P
O

R
T

  

no. 
94

　　朴汉珉和市川智生两位老师的报告明确了以下事实。在朝鲜中央政府尚未制定

出统一的开港场防疫规定的阶段，各开港场的外国官员、本地官员以及居留民社会

之间，因协作关系的状况各不相同，结果应对状况各异。正因如此，从在应对传染

病现场开展的超越国家的协作这一点上来看，比起“日本的开港场 VS朝鲜的开港

场”之间的差异，“横滨、神户、长崎、元山 VS仁川、釜山”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

　　而且，虽同为日本领事馆，因未与朝鲜官员方面事先协商便单方面制定规定而

引发摩擦的釜山日本领事馆，与实现了同朝鲜、清国协商合作的元山日本领事馆之

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通过二位的报告，我认为可以看到 19世纪东亚的开港场在直面未曾经历过的

传染病应对问题时，比起日本、朝鲜、清国这三个国家的制度框架（居留地制度

等），各开港场的人际网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层面的个别要素起到了更大的作

用。19世纪应对传染病的历史让我深切感受到“即使不情愿，也必须要有超越国

史的视野”。

　　此外，余新忠老师这次的报告从宏观角度做了概述，未涉及中国特定开港场的具

体事例。我想问个问题：中国各开港场当时是否也如朝鲜和日本一样有过比较大的差

异？

　　我还想向三位报告人请教，在东亚通过居留地的媒体进行的信息传达是如何运

作的？盐出老师作为本次会议的讨论者，他已经论证了在东亚各国不同居留地（上

海-横滨等）的媒体之间存在相互参照和议论的连环现象。在应对如1886年霍乱那

种跨越国境不断蔓延的传染病时，其他居留地的信息是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从各传统社会的价值观看，“感染致死”意味着什么？

　　余新忠老师在报告中指出，“往往亦将染疫视为命数，并未将疫病的预防作为

重点的思考方向”、“我们不应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量”，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按照现在的价值观，“感染致死”应该是“要尽力避免的事”。但在现代科学

和医学广泛成为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人群“理所当然的规范”之前，是存在不同

世界观的。我认为有必要对 “传统（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传染病对策的相

遇及相克进行思考。虽然写成“传统（前现代）”，但并不是说那种价值观与现代

的世界没有关联。

　　我介绍一下日本的事例。我现在研究的是日本新年初次参拜（新年参拜）这个

习俗。今年的新年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在战后首次出现了参拜人数锐减

的状况。但是，大约 100 年前“西班牙流感”爆发的时候，却跟往年一样，大量

人流涌入神社寺庙进行新年参拜。在新年期间以外，也发生了“前往寺庙祈求不要

感染西班牙流感的人挤爆电车”的状况。虽然当时政府和知识分子已经根据近代科

学给出了戴口罩和避免聚集等预防对策，但大多数百姓并没有遵从这类指示，而是

选择了去寺庙参拜，哪怕会引发群聚风险也要去。“生病了就去祈祷、祈福”的传

统行为模式，以及当时婴幼儿的高死亡率等使得“死亡”成为一种日常，这些都

是造成人们这么做的原因。

　　我认为，抛开现代的成见，以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

的不同的人们来说，“感染致死”意味着什么，这对历史学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预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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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许 泰玖　天主教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第五届“中日韩国史对话可能性”圆桌会议将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

和社会对策”为主题召开。在本次会议上，朴汉珉老师、市川智生老师、余新忠

老师提交的论文，让我对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新冠病毒大流行（Pandemic）状况有

了很多感触和思考。跨越国境流行的致命性传染病，在开港场、开港地这一特殊空

间里引发了卫生、防疫与行政权、主权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我看来很有意思。在

探索传染病的克服与应对这一主题时，需要同时考虑一个社会的传统要素和近代要

素的论点也非常有意思。最重要的是，引发传染病的细菌和病毒，超越或者削弱了

历史上由人类所设定的所有人为的区分和差别――国境、人种、民族、贫富的界

限，其结果是带来了共同的应对，这一点值得关注。反过来讲，在细菌和病毒的眼

中，所有人类只不过是一个个平等的宿主而已。希望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全球研究会

（SGRA）持续推进的圆桌会议，能成为削弱或缓和中日韩历史对立和矛盾的催化剂。

　　

段 瑞聪　庆应义塾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2020 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重大危机。如何度

过这次危机事关人类社会的未来。在此我想谈几点个人拙见。

　　第一，各国不仅需要在本国遏制疫情扩散，还需要防止疫情向他国蔓延。为

此，各国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备受挑战。而我们每个人也需要对自己的行动时刻保持

留意。

　　第二，在疫苗开发等工作中，国际合作与全球信息共享不可或缺。这是真正关

系到人类社会安全保障的问题。

　　第三，要时刻对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心怀敬意与感激。

　　第四，消除对感染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歧视，积极向其伸出援助之手。

　　第五，需要正向思考（positive thinking）。由于疫情人们的出行受到限制，

但与此同时，Zoom 等网络工具的使用，使线上授课得以实现，也让与其他地区或

国外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简单。远程办公减少了纸张的消耗，从结果上

看，会减少森林砍伐，从而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新冠疫情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它让人们暂停脚步，开始思考如何与自然共生。

孙 卫国　南开大学�

　　非常高兴能够再度参加渥美财团组织的中日韩三国国史对话会议，本次主题是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尽管是网上参会，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

这次对话会议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本人尽管对医疗疾病史并不在行，但对于大

家的论文还是非常感兴趣。拜读三篇主题报告之后，结合时下的新冠抗疫形势，谈

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时当新冠肆虐的当下，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当其时。而三篇主题报告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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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都是讨论中日韩三国由传统过渡到现当代时期，在三国所发生的疫情及各自的应

对。尽管余新忠教授讨论的问题更为宏观些，而朴汉珉与市川智生两位先生则都是

讨论 19世纪后半期朝鲜与日本应对疫情的做法以及政府的应对办法，讨论的问题

都有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在面对疫情威胁时，三国在社会机制方面的变化及

其效果。其中涉及很多问题，医疗技术、政府管理、社会动员等等方面，为我们当

下应对新冠疫情，提供很多可以参照的因素。

　　第二，从三国近代应对疫情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医疗技术，或者

药物等方面，反而可能是社会应对的机制，国家动员的力量。瘟疫的流行，跟一般

的疾病还是有很大不同，因为其流行快，致病广，相对于“治病”来说，“预防”

更为重要。如何调动社会的力量，尽可能将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迅速扩

大，是抗疫成功最为关键的办法。无论是发生在仁川的鼠疫，还是发生在日本各港

口城市的瘟疫，都是如此。在当下面对新冠大流行的时代，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历史

时期，看到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像美国、英国、法国等，在预防方面做得都很不成

功。中国吸收早期不够重视预防的教训，经过几个月的严防死守，加上积极而有效

的治疗，终于将其控制住，充分说明预防、隔离是阻断瘟疫流行最有效的办法，绝

不可以麻痹大意。

　　第三，在三篇主旨报告中，当东亚三国在近代面对疫情之时，在现代防疫体系

建立过程中，都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各国是东亚三国的

老师，是被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而当今在面对新冠疫情之时，东亚三国的处理办法

普遍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好，这样也就带来一个新的思考问题，影响这种差别的具体

原因何在？是否跟儒家注重集体利益，在面对大是大非面前，更能够牺牲个人自由

以服从更大的需要有关？还是有其它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

　　第四，三篇主旨报告，都是以国别为单位讨论的 19世纪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但

从其中我们也看到日本与朝鲜的关联性。在地域性的传染病防治中，动员一个地

域、一个国家即可以。但诚如威廉·麦克尼尔说过在公元纪年开始之际，全球就形

成了“四个疾病圈”，而在全球化的当下，随着交通的便捷，地域性的传染病能够

很快就形成全球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流感、随后的禽流感、艾滋病和当

下的新冠疫情，都是这样世界性的传染病，在防治过程中，如何加强国际性的合

作，更是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

　　最后，借用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最后一段话说：“假如我们能

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

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

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存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

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这似乎是个预言，当下全球性新冠疫情的蔓延与肆虐，

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也充分说明如何应对传染病的爆发与流行，将伴随着人类

的未来，相信人类最终会战胜新冠疫情。即便如此，今后还会有新的疫情发生，关

键是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预防体系，而且这种预防更具有国际性，各国如

何有效地合作，更是防止这种世界性传染病的关键。

注）威廉 ·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 年—》，余新忠、毕会成
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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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彭 浩　大阪市立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在回顾流行性传染病的历史时，中世纪后期流行的鼠疫作为广为人知的事例经

常被提及。在欧洲，威尼斯、马赛等人口流动性强的港口城市和商业城市是最容易

被感染的地区。防疫对策上，不得不限制人们的出行，但因与内陆城市和农村地

区相比，港口和商业城市对人们外出的依赖性很高，在尽可能降低感染风险的前

提下，想尽一切办法制定可允许人们外出的防疫对策。在此背景下，14世纪后期，

在各大港口城市，对来自感染地区的航船开始采取隔离一定时间的措施，期间不可

下船。这被认为是现在的入境检疫制度的起源。此外还导入了发放证明移动者为来

自非疫区的健康证明书（Health Pass）的制度。健康证明书的广泛使用被认为为

后来的近代护照制度的导入提供了有利条件。

　　那么，我想从制度革新的视角进行提问。听了报告后，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就是 19世纪后期霍乱在东亚的流行对日本和朝鲜的检疫制度的生成，或者换句话

说，检疫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想确认的是，是否可以将当时的霍乱对

策看作是促成中日韩三国检疫制度创立的契机。以及，当时在创立制度时，是否存

在移植或参考其他国家制度的情况。如果有具体的实际例子，希望能举例说明。

八百 启介　北九州市立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市川老师和朴老师二位的报告都谈到了居留地与国内社会这个二元空间。我认

为当时在亚洲“直面霍乱”就等同于“直面近代或者欧美”。从市川老师的报告出

发理解日本与朝鲜的一个不同之处，便是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从结果看，

日本成功了而朝鲜却没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想问，日本积极的防疫对策是否使

得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变得更容易？

　　朴老师的报告对仁川、元山及釜山三地不同的防疫状况进行了考察，在仁川，

日本领事虽与其他各国领事馆达成协议，却在制定预防霍乱的检疫规定时没等国内

颁布训令，在元山，朝鲜、清国以及日本三国的官员在检疫规定方面实现了良好的

互助合作，而在釜山，日本领事馆未与其他各国的领事馆进行协议径自施行了检疫

规定。与 1895 年的乙未事变以及 1928 年的皇姑屯事件等“当地的暴走”之间的

关联颇有意思。但是分析主要是根据日本的外交史料展开，因此我认为是否可能存

在夸大了日本官员应对行动的问题。

　　近代是国家开始通过“卫生”对国民身体进行支配的时代。虽然，余老师的

报告认为在近代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统治关系中卫生防疫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又与奥

武则以及福士由纪的有关中日“医疗逻辑”与民众的“传统社会伦理”之间对立

关系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在亚洲，“传统治疗”与“近代卫生制度”之间融合的可

能性，是否可以说仅限于中国？我对此留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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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洁西　宁波大学

　　我对朴汉珉先生的大作比较感兴趣，特别是 1886 年仁川港的临时检疫规定在

日本的行政程序感兴趣。这里看起来像一个现代的行政审批程序。我根据论文将这

个程序梳理了一下，不知道是否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我想提几个问题。

行政程序是否包括这 7个步骤？（1）仁川日本领事和各国领事合议，制定临时检

疫规定，（2）该临时检疫规定先提交仁川海关长（代理）史纳机，史纳机同意，以

“海关长公文”形式即行生效，（3）仁川日本领事将检疫规定向居留仁川日本人公

示，即是立即执行该规定的意思，汇报本国将于 7月 15 日实施应该是要求日本政

府予以追加认可的意思，（4）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在此次制定、实施检疫规定

时的影响或作用如何？仁川领事铃木充美是必须经由高平之手方可将检疫规定上达

外务大臣井上馨，还是仅需参考高平意见而直接将检疫规定上达井上？（5）外务

大臣井上馨提出的以公使之名义颁布和实施检疫规定的处理方案，事实上是认可该

检疫规定，（6）日本内阁最初也是同意了井上馨的方案，亦即大体上同意了该检疫

规定，（7）但问题出在内阁发训令给公使执行时，仁川方面其实已经下令执行。最

终的结果是，日本内阁虽然同意了检疫规定，但因为仁川方面在实施方面过早执行

该规定，系“越权”行为，是否是该“越权”行为引起日本内阁“不快”，使得内

阁出于“面子”原因而撤销对该检疫规定的承认？

　　霍乱是急性传染病，犹如突然爆发的战争，将军在外面打仗时尚且“君命有所

不受”，霍乱发生时，相关的责任人（譬如仁川领事铃木充美）必须迅速应对方能

掌握主动权，事实上铃木在当时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日本政府的这套层层上达、下

传的复杂行政程序，在时效上无疑有其弊端，而其最终撤销对该检疫规定的承认，

似乎也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不知道后果如何？日本内阁对这场霍乱的大流行是否负

有一定的责任？

　　还有一点，日本内阁撤销对检疫规定的承认，是否是日本官僚系统的特色？还

是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情况？同样是关于该临时检疫规定，在仁川的日本领事、清

国领事和美国、英国领事均达成了一致，认为应该马上付诸。不知道后来在清国朝

廷和美国、英国内阁是否发生过如同日本一样的问题，即因为执行过早而不被追

认？

	 预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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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届 SGRA-V 论坛	 第5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第 5 届 国史对话会议报告 
――在传染病时期回顾传染病历史

金 𡇇泰　全南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 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2021 年 1月 9日举办了“第 5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

此次会议主题是“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从去年 1月在菲律宾召

开的第 4届国史对话会议结束为止，不， COVID-19 肆虐后，谁也没预料到这次的

危机会持续到第二年 1月。第 4届会上三谷博老师提到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主题，

可能就是先见之明，这也成了符合这个时代的讨论主题。 

　　这次对话是在网上举办的。从技术层面上找到了在这场危机中也能继续对话的

方式。但是，在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都能顺

利用新形式对话做足了准备。对话正式开始前进行了很多预演，当天也从早上就开

始准备。我想再次感谢事务局为我们与会者做出的充分准备。

　　迄今为止每次会议都会邀请许多演讲者和讨论者，召开为期 2至 3天的研讨

会。但是，这次会议只从各国各请一名演讲者和讨论者，确保了会议的集中度和效

率。不同时间段上虽然人数有变化，但据统计论文报告人、讨论者和小组成员共

38名，一般参加者 93名，同声传译等工作人员 20名，共计 151 名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两场进行。第 1场由村和明老师主持进行了 3个主要论文报告和指定讨

论，第 2场由南基正老师主持自由讨论。两场结束后还举办了与会者自由参加的线

上联欢会。

　　第 1场开场是渥美财团常务理事今西淳子女士的欢迎致词，之后韩国国史编纂

委员会委员长赵珖老师致开幕辞。赵珖委员长说 19世纪疫情大爆发的相关研究将

为当下 21世纪，也就是后疫情时代（Post-COVID19）下展开的新“国际”问题提

供一个解决规范。并且表示了希望国史对话会议继续办下去的愿望。

　　第一个报告是由朴汉珉老师 (东北亚历史财团 )带来的“开港期朝鲜的霍乱

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主要谈到釜山、仁川、元山等朝鲜初期的开港地霍乱流

行 ,检疫因此受到了困扰。3个港口与各国的国民保护呈现出相反的利害关系。朝

鲜政府之后积累经验，于 1887 年制定朝鲜政府检疫章，一直沿用至 1893 年。

　　第二个是市川智生老师 (冲绳国际大学 )的报告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

病对策与开港场”。市川老师说他很惊讶与朴老师有相似的主题和问题意识，期待

能对彼此的研究有所帮助。此次报告以日本开港场横滨、长崎、神户为对象，集中

讨论了日本人社会和外国人社会的关系。经过混乱的时代，直至 1890 年代后日本

政府才实行了传染病对策的一元化。

　　第三个是余新忠老师 (南开大学 )的报告“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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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个报告不同，这个报告是从宏观角度看卫生在中国的意义和实际情况，以及

近代以后的变化。另外，通过与当下疫情的比较，提示出与国家、地区、个人作用

相关的共同思考的主题。

　　接着，是对 3个报告的指定讨论。指定点评人也由这 3个国家的研究者组成。

(分别是明知大学的金贤善老师、京都大学的盐出浩之老师、首都师范大学的秦方

老师 )。指定讨论没有“指定”某个报告内容作为讨论对象，而是讨论此次所有的

课题，展开了更广泛的讨论。讨论者指出了，传统卫生防疫的含义、近代以后国家

开始主导防疫的过程、传染病带来近代化的同时伴随出现的无形的划分、以及围绕

卫生和防疫由哪个国家主导的竞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有必要留意关心

殖民地的卫生和防疫问题，以及国家以下的单位、连接国家和底层的共同体的问题。

　　第 2部分是自由讨论。在自由讨论之前，刘杰老师 (早稻田大学 )整理了论

点，刘老师在整理各个报告内容的同时，还整理了事先由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中的

共同问题。应对跨境人群传播的传染病，首选方法是国家封锁边境，这关系到主权

问题，但此后的信息共享和跨境应对成为了重要课题，国家 -地区 -个人的联系、

社区的作用对预防和治疗工作都至关重要。另外，发言中刘老师还指出如何理解其

中的共存性和对立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是小组成员的评论和提问。其中不仅有直接发言的，也有利用聊天功能

提问的。传染病自古以来就易引起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因此近代以后传染病仍与国

民的政治意识及其变化密切相关。其中，主权与传染病之间的力量关系、各国民众

的意识和民族主义高涨的关系、传染病流行时三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共同应对的情

况等，都成为提问的焦点。对此，报告人认真作答，指定点评人和小组成员相继补

充评论，以致时间都不太够。 

　　自由讨论环节之后，宋志勇老师 (南开大学 )进行了总结，明石康老师也做

出了评论。这是值得载入历史的围绕恰当主题的“对话”，是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中

各国的社会责任、该传播什么样的社会信息的时刻。在总结评论中提到了这样一句

话 :各国可以更自由地从相互学习的立场上寻找解决方案，因此互相比较分析对方

的观点是这个聚会的初衷，这无论是对未来还是对地球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谷博老师 (迹见学园女子大学 )在闭幕致辞中讲到了以下四点。①不能因

大流行病的事态而再次分裂或扩大分裂 ②期待这次会议能成为国家 -民众 -学者

之间展开合作关系的重要契机 ③“国史对话”的宗旨是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尽

管网上会议有所局限，但是这次会议完成了重要的对话 ④希望这次的会议能成为

跨越历史学界限的出发点。最后，向翻译和同声传译的各位工作人员，以及渥美财

团的奖学生们表示了感谢。另外，还表达了希望今天参会的大家除了会议以外，在

个人层面，今后都能一直保持交流。 

　　会议结束后，还以联欢会的形式举行了非正式的自由的“聚会”。我时隔一年

和在菲律宾召开的“第 4届国史对话”会议上见过的各位重逢，非常愉快地进行

了对话。第一次参加“第 5届国史对话”的各位也很快熟悉了起来。不生硬的共

同主题，自备的饮料和下酒菜，像这样在网上见面不也很好吗？因篇幅有限，我很

遗憾没能充分介绍参加会议的各位的发言内容。

（转载自：国史邮件杂志“Kokushi Email Newsletter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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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届 国史对话 
――在传染病时代，回顾传染病历史

金 贤善　明知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由于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缘故，2021 年 1月 9日“第

5届中日韩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以线上方式举行。起初对线上会议的方式感到

担忧，但中日韩三国学者还是很顺畅地就 19世纪传染病流行和防疫的问题进行了

报告和热烈讨论。同时，超过 100 名的普通参会者进入网络会场，实时在聊天窗

口提问交流。正如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赵珖在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对线上进行

的本次国史对话应该赋予另一种意义。首先，向在新冠疫情危机中，为全新方式的

会议的顺利进行而竭尽全力的相关人士表示感谢。

反面教训

　　2020 年新冠疫情在韩国扩散前夕，曾经有人问我：“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研究传染病和防疫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当时，确诊患者的移动路径会即时传送

到我们的手机提醒我们注意，且通过已经准备充分的诊断工具，确保在人们出现疑

似症状时，能迅速接受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对研究传染病和防疫历史对我们的生

活有何意义这个问题产生怀疑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于研究疾病史的我

来说，这一提问一度令我内心很不舒服，并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而国史对话犹

如寻找对这一问题答案的旅程。

　　在被称为“大流行病（Pandemic）”的危机状况之下，国史对话围绕着足以载

入史册的适当主题进行了报告和讨论。最先由朴汉珉老师（东北亚历史财团）报

告了主题为“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的论文，接着市川智生

老师（冲绳国际大学）报告了主题为“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

的论文。两位报告者非常生动有趣地介绍了 19世纪时朝鲜和日本传染病流行的状

况及在开港场检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间的摩擦。对两篇论文的内容，不仅二

位报告者本人，作为点评人的盐出浩之老师（京都大学）也表示十分惊讶，因为彼

此研究的领域之间有着非常深的关联。能在一个空间听取并比较朝鲜和日本两国在

开港场检疫问题上的相似经验及其不同方向的发展，得益于将中日韩三国研究者聚

在一起的国史对话，是它使之成为可能。

　　中日韩三国学者分别进行了报告，报告内容中均包含传染病这一跨境现象及为

了克服这一现象的国家间的联系。其中，学者们尤其关注 19 世纪传染病流行时，

三国之间是否像欧洲一样进行过国际合作。在最后的闭幕致辞中，三谷博老师（迹

见学园女子大学）再次阐明要想克服传染病，就必须进行国际联合协作的历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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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提到，国史对话召开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学者和学者之间的交流，还在于其

也成为国与国之间、民众和民众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契机。这句话给今后继续

研究疾病史的我带来“合作”这一重要课题。

　　之后，余新忠老师（南开大学）通过当今的卫生形象和中国卫生防疫历史，讲

解了中国的近代卫生系统及其性质。虽然是通过网络，但是能见到一直非常敬仰的

余新忠老师，并能参与讨论老师的论文，作为新进研究者的我深感荣幸。最近，在

被称为“发达国家”的国家，其确诊患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使我对现代意义

上的防疫和西欧的体系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老师的报告将我从日渐偏狭的想法中唤

醒，在多角度思考防疫意义方面为我带来了启发。此外，点评人秦方老师（首都师

范大学）对连接上层和下层结构的共同体的观点以及盐出浩之老师针对日本居留地

的中国人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深层次的讨论，对我而言都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受益

良多。

　　报告结束后，刘杰老师（早稻田大学）就与传染病相关的主权、行政权和近代

化问题、传染病与人或事物的移动以及预防治疗传染病的私有网络和公共网络等问

题对报告内容进行了论点整理。随后，与会者开始提问，主题包括传染病对民众和

基督教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在东亚通过居留地的报纸等媒体传达的信息以何种方式

发挥作用、是否像欧洲一样召开过国际检疫会议、新冠病毒带来的积极影响等，众

多提问和讨论接连不断。这些有深度的提问为拓展思考提供了契机。

转祸为福

　　美国前公共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H. Stewart）曾在 1969 年

召开的议会的演说中宣称：“传染性疾病现在大部分都能看到尽头。”20世纪科学

和医学的发展使人类确信在与传染病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现实是，21世纪人

类仍然饱受传染病之苦，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在短短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我们遭受了非典（SARS）、甲型流感（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以及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等传染病的威胁。每当发生疫情时，世界各国都

会迅速研发疫苗，但病毒以更快的速度变异，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在被称为

“生物炸弹”的传染病面前，我们无法向科学寻求所有的答案。国史对话回顾了过

去各国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确认了历史的作用，即寻找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问题的

解答，历史的这个作用十分明确。

　　因环境破坏、气候变化、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传染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当

大多数人幻想传染病已被扑灭时，学者们仍在警告传染病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也

指出，流感病毒的流行不在于“是否”发生，而是“何时”发生。不知何时会再

次袭来的传染病，与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一同成为需要全人类共同关注并克服的课

题。正如宋志勇老师（南开大学）和明石康老师指出的那样，面对传染病等人类共

同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过去，以全球化的视角和多国主义的思考来摸索解决方

案。国史对话让我们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信息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为将来随时可能

到来的另一场危机树立了典范。

　　报告结束后进行的“联谊会”的时间也非常有意义。因为是首次参加国史对

话，对我来说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是新面孔，但是因为对学术的好奇心和热情，我

依然与各位学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那段经历超越了联谊这一单纯目的，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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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学习的宝贵时间。按照三谷博老师的要求，我将继续与通过本次机会认识的

研究人员保持交流，加强合作。

　　在结束本篇前，向为扩大学术场域并支持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一直不遗余力

地努力着的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表示由衷的感谢。

（转载自：国史邮件杂志“Kokushi Email Newslette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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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届“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圆桌会议 参会记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谢 苏杭（千叶大学）］

〔※本文为笔者于参加标题所示圆桌会议次日，在个人 Facebook 账号上发布的文章。〕

　　昨天（2021 年 1月 9日），我有幸参加了在 Zoom 上举办的第 5届“日本·中

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中日韩三国的历史研究者就近代史中的传染病，发表了各自的

研究报告。

　·朴 汉珉（东北亚历史财团）“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

　·市川智生（冲绳国际大学）“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

　·余 新忠（南开大学）“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

　　虽说传染病对于人类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困扰，但如果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

对象来看待，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东西了。而促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的原因，

是我从三位老师的报告中，看到了一个以诸如日本·中国·韩国（朝鲜）这样的国

家框架作为其基础的历史理解所完全无法展现的历史样貌。

　　市川智生以及朴汉珉两位老师在报告中指出，朝鲜中央政府还没有制定与完善

统一的开港场防疫规定的阶段，在各个开港场，外国官吏与当地官吏、居留民社会

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不同，从而导致了传染病对策的实施状况也大相径庭。正因为

如此，从实施传染病对策的现场中产生的跨国界合作的这一视角来看，在传染病对

策的实施问题上，与其说是“日本的开港场 VS朝鲜的开港场”之间国别上的差异，

倒不如说诸如“横滨、神户、长崎、元山 VS仁川、釜山” 这样的开港场之间的差

异要更为显著。

　　实际上，即便同为日本的领事馆，在事前未经与朝鲜官员方面的协商就单方面

地提出规章制度从而引起摩擦的釜山日本领事馆，与促成了同朝鲜和清王朝之间的

协议、互助的元山日本领事馆之间，具体情况也大为不同（中央政府甚至发布了

“学习元山领事馆的做法”这一训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东亚的开港场在直面从未经历过的传染病应对

问题时，与其说受到诸如日本、朝鲜、清王朝这些国家所制定的制度框架（居留地

制度等）的影响，倒不如说，各个开港场的人际网络、医疗卫生的基础设施之类的

个别因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余新忠老师（南开大学）在报告中提出，“往往亦将染疫视为命数，并未将疫

病的预防作为重点的思考方向”、“我们不应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量”。对于这两个

观点，我深有共感。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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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观点让我想起了大约 100 年前发生的“西班牙流感”。由于新冠病毒的原

因，今年日本的正月初诣人数经历了日本战后以来的首次大幅度减少。然而，大约

100 年前的“西班牙流感”时期的正月，日本的神社、寺庙与往常一样热闹，聚满

了初诣的游客。甚至还发生了“前往寺庙祈求不要感染西班牙流感的人挤爆电车”

的状况。虽然当时政府和知识分子已经根据近代科学给出了戴口罩和避免聚集等预

防对策，但大多数百姓并没有遵从这类指示，而是选择了去寺庙参拜，哪怕会引发

群聚风险也要去。“生病了就去祈祷、祈福”的传统行为模式，以及当时婴幼儿的

高死亡率等使得“死亡”成为一种日常，这些都是造成人们这么做的原因。

　　按照现在的价值观，“感染致死”应该是“要尽力避免的事”。然而，在现代

科学和医学在多数老百姓的观念中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规范”普遍地扎根下

来之前，是存在不同世界观的。我认为，抛开现代的成见，以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

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感染致死”意味着什么，这对历

史学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三位老师的报告，作为自由讨论者的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东亚地区

的各个居留地之间，基于媒体的信息传达是通过怎么样一种方式运作的？——之所

以会有这样的发问，是因为另一位讨论者盐出浩之老师向我们揭示了，东亚不同国

家的居留地（上海 -横滨等）的媒体之间，有相互参照与讨论的交流网的存在这样

一个事实。在应对如 1886 年霍乱那种跨越国境不断蔓延的传染病时，来自大洋彼

岸的其他居留地的信息是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我的问题，市川老师做了

回答。他认为，居留地报纸上确有刊登其他国家的居留地中的疫情信息，但所载信

息大多零零散散，倒不如说英国领事馆所建立的信息网在当时发挥着更大的功效。

　　总体而言，19世纪应对传染病的历史让我深切感受到“即使不情愿，也必须

要有超越国史的视野”。

　　大会结束后的线上联欢会，在没有同传的情况下被分为了“中文、韩语、日

语”三个房间（break-out room）同时进行。中途我偷偷溜进了韩语的房间，用

最近才开始自学的韩语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又表达了“很高兴能见到大家”的

意思，之后由于韩语水平实在有限就没能继续说下去，壮烈牺牲了……（笑）最后

还是劳烦同房间的一位精通日语的老师替我做了口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不需要

口译的情况下同在场的诸位畅所欲言。我与各位老师约定了，等新冠疫情结束之后

再次聚首首尔与横滨（不是东京，而是拥有开港场历史的横滨！），我非常期待那

天的到来。

　　앞으로 한국어를 더 열심히 공부합니다！（往后我还会加倍努力学习韩语！）

　　最后，我想向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优质的交流机会的主办方、事务局的所有工作

人员，以及尽心竭力使跨三国语言的交流成为可能的各位同声传译的翻译人员，致

以由衷的感谢！

（转载自：国史邮件杂志“Kokushi Email Newslette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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